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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监管体系：概念与操作层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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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监管体系——概念与操作层面的挑战
拉里·卡塔·巴克（Larry Catá Backer）[footnoteRef:1] ，丹尼尔·罗斯（Daniil Rose）[footnoteRef:2] [1:  W. 理查德和玛丽·埃舍尔曼教席学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法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 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公园市刘易斯·卡茨大楼239室，邮编16802。 谨向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以及2025年9月25日在巴黎第二大学（Panthéon Assas）举办的“区块链治理：区块链治理的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的其他参与者和组织者表示感谢——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该研讨会上发表——同时也感谢阿里安娜·巴克（Symetra）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和见解。 ]  [2: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德语学士，预计2027年获得国际事务学院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摘要：本文对当代区块链讨论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假设之一——即代码可被理解为与法律类似的“规则”——提出了质疑。相反，本文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分析视角论证，代码更应被视为一个分层系统、一种环境，或是规则生产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系统性正逐渐被取代，而非仅仅被服从或违抗。 本文认为，这种取代并非一蹴而就，也非发生在单一场所；而是通过一个被本文称为区块链监管之“萨赫蛋糕”（Sacher-Torte）的层叠结构，以序列方式逐步发生——法律意义通过编译器、字节码、 操作码以及共识层逐级传递，人类对其可读性逐渐降低，在每次转换中都会丢失部分原始语义内容，因此人类监管者所能掌控的并非对机器底层的支配权，而仅是一系列关卡——他们只能在事后（往往为时已晚）决定是否接纳系统已经产出的结果。 本文将这一结构性论点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框架之中，该框架借鉴了近期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辩论：在该框架下，对某项技术目的及合理秩序的任何阐释，本身最好被解读为一种带有既得利益的、预言式的主张——这种主张由某一方提出，而该方将从该阐释所暗示的人类与机器权限分配中获益；区块链自身的监管叙事，包括本文所审视的“代码之治”论点，也不例外。 本文进一步将这一论点延伸至“时间”这一具体问题，指出区块链在解决分布式继承问题上备受赞誉的方案——即原本无领导者的异步节点网络设法就单一、线性、哈希链式历史达成共识——既不是关于继承本质的超时空发现，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成就，而是一种以能源为代价、 存在政治争议且受历史条件制约的选择，旨在强制推行一种特定的秩序图景；这一选择深深植根于该技术的架构之中，以至于即便是最近提出的将真正非经典的、量子纠缠表征嫁接到账本上的方案，也未能改变其严格的序列化、辩证的时间性，反而使其得以保留。综合来看，这些论点重新界定了“法治”与“代码之治”（或“依代码而治”）之争，使之由两个泾渭分明的主权者之间的较量，转向一种更令人不安的认识：真正的冲突发生在不同的监管生态系统之间，每个生态系统都根据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来组织意义、时间和合法性；而人类监管剩下的任务，不是在这些生态系统之间做出选择，而是为它们被迫相遇的那些门户——无论多么狭窄——赋予规范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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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探讨了在充斥着自动化数据存储和序列化交易机制的虚拟空间中，“代码之治”[footnoteRef:3]与“法治”[footnoteRef:4]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具体地说，是在区块链[footnoteRef:5]这一形式下的相互作用。 不妨先指出这一探索中存在的一丝荒谬感——此处“荒谬”（absurd）一词采用古义（源自拉丁语“absurdus”），意指（至少在听者耳中）刺耳且相互冲突的声音，因而从对秩序与结构的预期角度来看，这种声音是毫无意义的。[footnoteRef:6] 尼采曾以讥讽的笔触批评英国人及其哲学尝试，指责其对功利性的痴迷，即对“现代性”的执念。[footnoteRef:7] 这种痴迷如今似乎已渗透并充斥了虚拟世界，更具体地说，渗透并充斥了人类试图用以填充该世界的智能系统——而人类在构建这些系统时，却几乎未曾深思“实用性”这一组织参数及其局限性。[footnoteRef:8] 20世纪80年代的赛博朋克们或许确实说对了：他们所谈论的不是奥林匹斯式的秩序，而是网络无政府状态；他们所描述的机器与人类编码的碎裂，或许能将代码规则与法律的结构耦合问题重新定义为截然不同的形态。[footnoteRef:9] 因此，不妨花一点时间，从现象学、符号学、语言以及集体意义建构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痴迷及其在人类和机器中的虚拟表现。 [3:  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与亚伦·赖特合著，《区块链与法律：代码的统治》（哈佛大学出版社，2018年）。 若要追溯该术语在系统理论与治理语境中的起源，必须回溯至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每个时代都有其潜在的监管者，都有其对自由的威胁……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网络空间的时代。它同样拥有一个监管者。这个监管者同样威胁着自由……这个监管者就是代码——构成当今网络空间的软件与硬件。 这种代码，或者说架构，决定了人们体验网络空间生活的条件。”劳伦斯·莱西格论网络空间日益加剧的监管，《哈佛杂志》（2000年1月）；参见[https://www.harvardmagazine.com/2000/01/code-is-law-html]，该文讨论了劳伦斯·莱西格的《代码及其他网络空间法则》（Basic Books，1999年） 然而，此处所指的代码并非某种等同于法律的存在，而是指那些以代码语言和编码架构为基础的系统——正如传统系统是以法律语言和法律架构为基础一样。]  [4:  参见杰里米·沃尔德伦，《法治与程序公正》，载于《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2016年6月22日）；可参阅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rule-of-law/]。]  [5:  参见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2008年8月21日），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3440802（对“区块链”的定义）。]  [6:  《牛津英语词典》，absurd（荒谬），词源，可参见 [https://www.oed.com/dictionary/absurd_adj?tl=true&tab=etymology]。荒谬性中蕴含的符号学意义，在本文中也将发挥作用。 参见，例如，乔治·V·齐托，《走向异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第44卷，第123-130页（1983年）；保罗·赫里蒂埃，《理解法律符号学》，载于《法律符号学研究手册》（安妮·瓦格纳和莎拉·马鲁塞克编，E·埃尔加出版社，2023年）。]  [7:  参见，例如，雷蒙德·弗内斯，《尼采对英国人的看法及其欧洲共同体概念》，《德国生活与文学》第17卷第4期，第319-325页（1964年）；乔尼·阿诺马利，《尼采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尼采研究杂志》第29卷，第1-15页（2005年）。]  [8:  参见：莫埃兹·克里钦、梅里耶姆·阿米、阿拉埃丁·米胡布和穆蒂克·阿尔穆蒂克，《区块链在现代应用中的研究综述》，《传感器》第22卷第14期，第5274页（2022年）；可访问 [https://doi.org/10.3390/s22145274]。]  [9:  蒂莫西·C·梅，《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1988）；可参见 [https://groups.csail.mit.edu/mac/classes/6.805/articles/crypto/cypherpunks/may-crypto-manifesto.html]。 参见《密码诺米康》（Cyphernomicon）（0.666版，1994年）；可参阅 [https://cdn.nakamotoinstitute.org/docs/cyphernomicon.txt]。] 


现代性几乎已成为一个陈词滥调[footnoteRef:10] ，即人类集体组织管理中一些最深刻、最引人入胜且最具基础性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其对周围现实的理性化——往往可以从最微小、最看似无关紧要的进步中推演出来。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区块链——作为一项技术，作为促进个体与其集体机构之间结构耦合的手段，以及从根本层面而言，作为一种 管理人类集体的意识形态，以及它所体现的一种独特且相当具体的组织现实的形式。[footnoteRef:11] 与此同时，这一陈词滥调既成为一种威胁，也成为一种强迫/诱惑：当现代性“丧失了理性与进步的意识形态驱动力，越来越沉溺于变革的形式游戏”，并被简化为“日常事件的文化”时，它如今发现“就连其神话也反噬自身（曾经凯旋的技术，如今却充满威胁）”。[footnoteRef:12] [10:  参见彼得·瓦格纳，《现代性：理解当下》（Polity Press，2012年）（现代性的起源与基础是启蒙运动项目的体现，通过以福利为功能的生产为基础的人类自主结构与技术进步的结合而显现，同上，第1章）。]  [11:  参见皮埃兰杰洛·布兰迪诺（Pierangelo Blandino）的《符号标记、算法与区块链网络：法律思想中的新可能模式》，载《国际法律符号学杂志》第38卷，第327-362页（2025年）；以及马丁·夏皮罗（Martin Shapiro）主编的《加密群体》（Berghahn Books，2024年）一书中的相关论文。]  [12:  让·鲍德里亚，《现代性》，第11页(3)《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杂志》/《REVUE CANADIENNE DE THÉORIE POLITIQUE ET SOCIALE》第63-72页，第72页（1987年）（“科学技术惊人的扩张……生产资料及其管理与组织的理性、系统化发展，标志着现代性是生产力时代。”同上，第66页）。] 


作为区块链而显现的认知牢笼的核心——它在现实空间中通过数字化数据位呈现，这些数据位对参与者具有重要意义[footnoteRef:13] ，并按时间顺序排列——其本质看似简单：即创建一个数字账本。正如其名，该数字账本是一个用于记录事物的空间——这些事物对那些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创建它的人而言，具有兴趣或价值。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呈现的是对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散对象的模仿，该对象通过其虚拟表征获得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因其超越数字化账本的影响而自身变得真实。[footnoteRef:14] 起初，人们记录交易并发展出一种类似于自指性货币的东西（而所有货币，无论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从定义上讲都是自指性的，因为其价值取决于通过使用对其价值的集体信念）。[footnoteRef:15]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记录任何一组数据位——只要一个或多个提供者赋予其意义，这或许仅受限于顺序排列的交易流和记忆流的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时间性限制。[footnoteRef:16] [13:  此处该术语采用其符号学意义，即赋予被观察或构成的对象以某种特定的理解、价值、特征等——在本例中，是指被指定为代表某种“价值”的特定数据片段，其价值将通过其（同样是构建出来的）使用来衡量。 ]  [14:  Antero Karvonen et al.,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Cognitive Mimetics, 82 Cogn. Syst. Res. 101166 (2023)；另见 Jan M. Broekman, Signs in Law—A Source Book: The Semiotics of Law in Legal Education III (Larry Catá Backer ed., 2015).]  [15:  G. C. M. Teubner, Autopoiesis and Steering: How Politics Profit from the Normative Surplus of Capital, in Autopoiesis and Configuration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Societal Steering 127 (Roeland J. In ‘t Veld et al. eds., 1991), http://link.springer.com/10.1007/978-94-011-3522-1_11; Niklas Luhmann,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1990); Larry Catá Backer, Private Actors and Public 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18 Indiana J. Glob. Leg. Stud. 751 (2011).]  [16:  参见：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个体与集体》，载于《牛津情境政治分析手册》210-224页（罗伯特·E·古德林和查尔斯·蒂利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莫里茨·J·克莱纳阿尔滕坎普，《未来即当下：区块链组织中的非线性时间性》（2022年春季）（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赫蒂学院），可访问 [https://opus4.kobv.de/opus4-hsog/frontdoor/deliver/index/docId/4498/file/Dissertation_Kleinaltenkamp.pdf]。] 


尽管如此，当自我指涉的单位是自主个体时，这种意义赋予便价值甚微。[footnoteRef:17] 这里所谈的是身份，即一个对象的构成——它并非其自身本身，而是作为意义的容器，这种意义是由其构成部分（数据）聚合而成的，但又作为独立实体而自主于这些部分——实际上或许类似于“身份”的机器/过程版本 ，这正是上个世纪的核心符号学问题。[footnoteRef:18] 当这些数字化账本获得集体意义并分布于众多数字化空间（计算机或其他以模仿形式承载虚拟“记忆”的载体）时，这种记录行为对于社会关系的秩序构建便显得尤为有趣。[footnoteRef:19] 在此，人们不仅面对记忆，更面对区块链中的信任管理。[footnoteRef:20] 由此可知，人们以虚拟形式为账本中记录的“记忆”创造了透明度和可信度——因为此类记忆更难被污染或以其他方式篡改。它们可以被追加，但无法被覆盖；[footnoteRef:21] 因此，它们在虚拟时空中的存在本身是不可改变的。 这种不可更改性为实用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其意义在于，它充实了其被创造所针对的认知空间，并自身成为消费、使用、协商或判断的对象，进而可在构建其他对象时被利用，同时又不失其历史真实性。[footnoteRef:22] 这些其他对象几乎可以涵盖任何事物，从基于行为账本条目的奖惩，到基于账本条目及其应用的意义与重要性的财富核算。[footnoteRef:23] [17:  参见 Jordan Zlatev, Meaning Making from Life to Language: The Semiotic Hierarchy and Phenomenology, 11 Cogn. Semiot. 20180001 (2018)；比较 Rodrigo Antunes Morais & Carlos Miguel Lopes Rosa, Design and Collective Cognition: A Semiotic-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hared Meanings, 14 INT. J. DES. CREAT. INNOV. 26 (2026).]  [18:  参见，例如，于尔根·施特劳布，《个人与集体身份：概念分析》，载于《身份： 时间、差异与边界》第54-76页（海德伦·弗里泽（主编），伯格汉出版社，2002年）（身份被视为指称共同性的建构，其具体化体现在“其与自身及世界的实践关系中，以及个体成员与自身及世界的关系中”，同上，第71页）。]  [19:  关于基础方法，参见例如：Peter J. Dennning，《虚拟内存》，《ACM Computing Surveys》（CSUR）第2卷第3期，第153–189页（1970年）；可访问 https://doi.org/10.1145/356571.356573； 关于当代议题，参见例如：Ciprian Pungilă、Otilia Muntean、Andreea-Rebeca Tonu，《BRIDGE： 一种用于异构架构中链拓扑表示的内存高效、与区块链无关的层，作者链接打开覆盖面板，733《信息科学》122911（2026年4月25日）；可访问 https://doi.org/10.1016/j.ins.2025.122911。]  [20:  参见，例如，卡姆兰·艾哈迈德·阿万、伊克拉姆·乌德·丁、艾哈迈德·阿尔莫格伦以及金秉晟，《元宇宙中基于区块链的虚拟实体信任管理：虚拟形象与虚拟组织交互模型》，《IEEE Access》（2023年11月30日）；可访问 0.1109/ACCESS.2023.3337806。]  [21:  在正常运行的区块链中不会发生直接覆盖。一旦区块经过验证并添加到链中，对其进行修改将破坏与后续所有区块的加密链接，且被修改的副本会被其他节点拒绝。该账本更准确地描述为“仅追加”式。错误不会被删除，而是通过后续条目进行更正，因此原始交易及其更正内容均保持可见。
然而，这种不可篡改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控制网络多数算力或权益的参与者可以通过生成一条替代链来重写近期历史，即所谓的“51%攻击”，这种攻击成本高昂，因此最可能针对规模较小的网络。运行该链的社区也可以达成共识，偏离其记录的历史，而且该链所依赖的密码学基于某些难度假设，而量子计算可能会削弱这些假设。这两种可能性将在下文第五部分二中进行讨论。]  [22:  Larry Catá Backer, Trust Platforms: The Digitaliz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ust in Polycentric Space, 19 Regul. & Gov. 806 (2025).]  [23:  就此方面，可参考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参见例如：刘春成，《中国的多重社会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学》第21卷第1期，第22-32页（2019年），] 


与此同时，账本条目的意义集体化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集体性——这再次成为组织其认知意义的一种手段，即通过将多个账本条目组合成“区块”来实现。 随着以区块形式体现的内部集体意义被激活，认知意义变得更加深刻，从而在按时间顺序链接的“链”中的区块集合内及通过这些集合，形成了一种认知“流”（此时，时间成为代码和认知的一个要素）。[footnoteRef:24] 然而，所有这些所产生的认知系统并不具备自我意识。 还需要其他要素——而这一要素正是网络中的“节点”，它们承载着区块链中账本的副本。[footnoteRef:25] 节点也是对象，但它们是位于“区块”所构成的“链”之外的对象，数据正是围绕着这些“区块”通过数字化记录组织起来的，这些记录对应着被选中进行此类虚拟化的任何对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节点是构成集体成员的物理用户界面，在这个集体中，由区块内数据账本条目组成的自指系统——这些条目按时间链式连接——可以通过产生后果或行动（从而在链上生成新的区块）而被“激活”。 节点既是时间“区块”——“链”中创造的现实的守护者，也是受益者，它们通过保护“过去”的完整性，并提供基于共识的协议来验证链上新区块形式的激活后果（虽然未必如此，但节点也模仿了其所源自的更根本的秩序意识形态）。[footnoteRef:26] [24:  参见 Larry Catá Backer, The Soulful Machine, the Virtual Pers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An Encounter with Jan M. Broekman, Knowledge in Change: The Semiotics of Cognition and Conversion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23), 37 Int. J. Semiot. Law – Rev. Int. Sémiot. Jurid. 969 (2024); 8 Jan M. Broekman, Knowledge in Change: The Semiotics of Cognition and Conversion (2023), https://link.springer.com/10.1007/978-3-031-23001-1; Niklas Luhmann, Sign as Form, in Problems of Form 46 (Dirk Baecker ed., 1999),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9781503617698-005/html; Vladislav Valentinov, Wiener and Luhmann on Feedback: From Complexity to Sustainability, 46 Kybernetes 386 (2017).]  [25:  并非每个节点都承担这一功能，即托管账本副本。目前有3种类型的节点在使用。全节点：存储完整的区块链历史记录并验证所有交易；轻节点：仅存储部分数据，并依赖全节点进行验证；挖矿节点：提议并添加新区块（此处涉及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机制）。]  [26:  基于哈希编码构建——即输入数据集的数字指纹。 ] 


正是通过整合数字技术来自动化各项任务（包括数据保留），数字化[footnoteRef:27] 在此发生。 节点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其物理载体的计算机或服务器。这些物理载体通过一个元操作系统运行，就区块链而言，更具体地说，是通过一套软件运行，该软件规定了适用于每个节点的操作规则，并在与构成区块链集体的所有其他被接纳节点共同协作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 软件本身是一组人类可读的、有时由人类编写的、采用编程语言的[footnoteRef:28] 指令，这种编程语言同样是由人类传统上设计并为其带来乐趣（实用性）的，它为计算机利用现有数据执行特定任务提供了基础，而数据的数字化本身也是软件编码的产物。 编码（源代码编写）本身就是以人类可读形式编写软件的过程；这是人类与（存在于硬件躯体中的）虚拟智能进行沟通的方式，但未必是虚拟智能之间相互沟通的方式。 为此，虚拟智能之间使用机器语言进行通信——这是一系列二进制代码，计算机处理器可利用它们执行命令，包括最终编写自身代码并执行自身机器语言指令的命令。它还包括对象编码（源代码编译器生成的机器可读输出）和可执行代码（计算机操作程序，有时采用众所周知的.exe格式，即用户的程序文件）。 人类可以阅读源代码，但无法解读机器代码和目标代码。[footnoteRef:29] 源代码用于编程（至少在 初期如此），而机器代码用于执行（包括允许机器代码进行自身源代码编写的执行）。正是在此，代码规则与法律规则的独立性得以体现——这种独立性内置于这些系统的语言之中，这些系统既构成了一个监管秩序，又筑起了壁垒，防止其他监管规则秩序向内渗透。[footnoteRef:30] [27:  J. Scott Brennen & Daniel Kreiss，《数字化,  》，载于《国际传播理论与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2016年），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9781118766804.wbiect111。]  [28:  此处需注意：大多数区块链软件均由人类编写；其协议（比特币核心/以太坊、Solana）和编程语言（Solidity、Rust）均由人类设计/实现。因此，确实可以认为区块链具有非常“人性化”的基础。然而，生态系统中已有部分环节得到了人工智能的辅助——智能合约模板、形式化验证与编译器——以及通过机器验证代码来证明安全属性等。]  [29:  按人类可读性逐渐降低的顺序大致排列如下：(1) 源代码（例如 Python、Solidity、Java）；(2) 汇编代码（例如 MOV、ADD），受过训练的人类经过努力仍可读懂；(3) 虚拟机字节码（例如 JVM 或 EVM 字节码）； (4) 机器码，即处理器指令集中的二进制指令；(5) 微代码，某些处理器通过它来实现自身的指令；以及 (6) 硬件描述语言（例如 Verilog、VHDL），它们描述电路本身，并在设计阶段编译为硅芯片，而非在运行时执行。下文第五部分将这些内容整合为五层。]  [30:  Georg Trogemann, Code und Maschine, in Code: Zwischen Operation und Narration 41 (Andrea Gleiniger & Georg Vrachliotis eds., 2012), https://www.degruyterbrill.com/document/doi/10.1515/9783034609333.41/html; Karen Yeung,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 12 REGUL. & Gov. 505 (2018).]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块链涉及三种语言的对齐——人际语言（及其独特的意义构建符号学）、人机语言（及其将更具个人价值的符号学转化为机器智能的转译），以及机器间语言，其符号学是其自身语言中内嵌可能性的函数。 正是在这种语言的对齐之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规范集体意义并执行命令的符号学与现象学——人们终于能够探讨集体合法性体系的兴起，这种合法性超越了其传统表现形式，即通过行动、文本和机构所主张的实体权力。[footnoteRef:31] 在区块链语境下，我们聚焦于其中两类——众所周知的“代码法”与“监管法”。二者均在某种程度上秉持法治理念，它们被编码于法治的语言意义结构之中，并由此以强化或至少向监管对象彰显意义与价值的方式加以应用。 如今，人们面对的是一块“萨赫蛋糕”（Sacher-Torte）——至少五种语言，这三种对齐方式分布于其中——密集的蛋糕层之间以果酱为介质相互连接，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乍看之下简单而高效的系统。 [31:  JAN M. BROEKMAN & LARRY CATÁ BACKER,  《律师的意义建构：法律教育中的法律符号学 II》 93 (2013).] 


确实如此！这种形式的优雅令人无法抗拒。它具有民主性和反等级制特征，而这种特性只有通过技术增强的参与才能实现（至少对于那些负担得起技术及其培训费用的人而言）。[footnoteRef:32] 它提供了更强的反腐败保障（其局限性仍有待检验），并具备一种平等化的透明度，以保护事实的不可篡改性——即广泛共享的数据记录，这使得数据极难被“重塑”以迎合时代潮流或权力的倾向。 其去中心化特性为人类组织监管领域中早已显现的强劲趋势开辟了一条虚拟路径——从美国复兴的联邦主义[footnoteRef:33] ，到欧盟（或多或少）兴起的辅助性原则[footnoteRef:34] ，再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footnoteRef:35] 框架内的选择性集中与去中心化。而且，其效率是无与伦比的。 它似乎解决了立法这一重大挑战——在该挑战中，法律作为命令（*.exe）的本质，是被外源性地投射到那些必须遵守者身上的。[footnoteRef:36] 这催生了伟大的程序法学：设法将法律文本的原则内化于主体之中，并发展出外部监管机制。 区块链将监管与合规的过程自动化，将其内化过程嵌入自身编码的语言之中。因此，编程语言兼具规范性、监管性、描述性和程序性，在创造合规主体的同时，也构建了其方法论。 [32:  参见，例如，西尔维娅·塞门津，《“区块链向善”：探索区块链领域中的社会公益概念》，《大数据与社会》第10卷第2期（2023年）；可访问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epub/10.1177/20539517231205479]； 梅琳达·杜利（Melinda Dooley）与安娜·科马斯-奎因（Anna Comas-Quinn），《技术获取与社会正义》，载于《技术介导的语言教学：从社会正义到人工智能》（哈维尔·穆尼奥斯-巴索尔斯、玛丽亚·富埃尔特斯·古铁雷斯与路易斯·塞雷索合编，Multilingual Matters出版社，2025年）第21-42页]  [33:  卡尔·科斯勒（Karl Kössler），《联邦制》,  ，载于《宪法解释》第201期（苏吉特·乔杜里、凯瑟琳·奥雷根和卡洛斯·贝尔纳尔-普利多主编，2025年），https://www.elgaronline.com/view/book/9781800371743/chapter10.xml； 另见欧仁妮·布鲁耶与汤姆·穆伦，《英国与加拿大关于联邦主义和权力下放的宪法判例》, 《加拿大与英国的宪政政治与领土问题第47页（迈克尔·基廷与盖伊·拉福雷斯特编，2018年）， http://link.springer.com/10.1007/978-3-319-58074-6_3。]  [34:  卡洛·帕纳拉，《欧盟中的辅助性原则与自治权之争》, 28 （2022年），https://kluwerlawonline.com/api/Product/CitationPDFURL?file=Journals\EURO\EURO2022014.pdf。]  [35:  富兰克林·艾伦等，《集中化还是分散化？中国国有制的发展》（2024年10月20日），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4283197。]  [36:  米歇尔·福柯，《福柯效应：治理性研究》中的“治理性”第87-104页（格雷厄姆·伯切尔、科林·戈登和彼得·米勒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参见米歇尔·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1978-1979年法国高等研究院讲座》（皮卡多出版社，2010年）； 参见劳伦·B·埃德尔曼，《重叠领域与建构的合法性：法律的内生性》，载于《私募股权、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的动态》第55-90页（贾斯汀·奥布莱恩编，帝国理工学院出版社，2007年）。 ] 

换言之，同一项技术会根据治理主体及其目的的不同，成为截然不同的治理对象。这种现象在以下情境中反复出现：当同一项基础设施同时被解读为内部宪政改革的工具、外部地缘政治竞争的资源，以及一种需要加以遏制的威胁——而这种遏制行为恰恰为声称管理该基础设施的任何行为体的权威提供了正当性；近期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论述明确体现了这一思路，根据叙述者和受众的不同，将一项技术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治理对象。[footnoteRef:37] [37:  拉里·卡塔·巴克，《第七讲：人工智能叙事与人工智能-人类监管结构的未来》（未发表的课程讲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26年）（作者存档）。] 


二、挑战

几乎任何人类（和机器）的集体活动都可以被“区块链化”，从而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自动化，其影响不仅局限于虚拟空间，更波及人类的物理空间。[footnoteRef:38] 虽然它在适合进行时间分块的信息和决策系统的人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按时间分块并排序的账本记录，随后沿线性时间弧线进行顺序操作。 这包括人们熟知的应用领域——加密货币、供应链管理、智能合约[footnoteRef:39] 、银行业和数字身份——但其潜力远不止于此，还延伸至以智慧城市形式运作的市政管理，通过智能家居（有时与物联网相结合）管理家庭， 通过基于区块链的价值加权行为记录系统构建的社会信用奖励与惩罚机制来管理行为，乃至以智能法庭为代表的智能政府，以及对行政机构的更智能监管——该机构如今已成为将虚拟现实具象化的实体体现。[footnoteRef:40] 它可应用于任何数据丰富的环境，其中可构成各类交易——医疗保健、心理服务、聊天机器人、 其他准货币及资产识别系统（例如，非同质化代币[footnoteRef:41] ），以及各类媒体。它既是历史的本质，也是交易的基于对象的构建模块。 [38:  Bin Cao et al., Blockchain System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A Methodology Perspective, 25 IEEE Commun. Surv. Tutor. 353 (2023).]  [39:  迈克尔·尤内曼，《代码能成为法律吗？》（2021年），https://www.twobirds.com/en/insights/2021/germany/can-code-be-law。]  [40:  Nick Szabo, Formalizing and Securing Relationships on Public Networks, 2 First Monday (1997), http://journals.uic.edu/ojs/index.php/fm/article/view/548.]  [41:  Hamed Taherdoost, Non-Fungible Tokens (NFT): A Systematic Review, 14 Information 26 (2022).] 


这进而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自动化决策及其后果源于交易——这些交易受编码流的支配，该编码流赋予账本条目交易以意义，随后通过基于对对象价值及其在交易中流动的共识而形成的集体解释规则的操作化落实，产生判断与后果（即基于判断价值并受其指导的行动）[footnoteRef:42] ——换言之， 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既体现了符号学三元组（对象→意义→解释/后果→再次回到对象）的理想化宇宙[footnoteRef:43] [footnoteRef:44] ，也体现了基于对象识别的规则系统自动化——这些对象将以可预测且预先确定的方式被“处理”。[footnoteRef:45] 这种循环模式——它基于自身构建，并可能根据交易数据聚合及模式变化所产生的（代码层面的）后果而发生转变——构成了（区块链中）编码的基本意义。 [42:  Margot E. Kaminski, Binary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GDPR’s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SSRN Electron. J. (2019), https://www.ssrn.com/abstract=3351404.]  [43:  Constantine Sedikides, Lowell Gaertner & Erin M. O’Mara, Individual Self, Relational Self, Collective Self: Hierarchical Ordering of the Tripartite Self, 56 Psychol. Stud. 98 (2011).]  [44:  彼得·T·F·拉加特，《对话性自我与“第三性”：基于对话三元组的定位的符号学方法》，20)3)《理论与心理学》（2010）；可参见 [https://doi.org/10.1177/0959354310364878]；约翰·F·索瓦，2000。 “本体论、元数据与符号学”，于2000年8月14日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举行的ICCS 2000会议上发表；收录于B. Ganter与G. W. Mineau编著的《概念结构：逻辑、语言与计算问题》（Lecture Notes in AI #1867，Springer-Verlag，柏林，2000年）， 第55-81页。总体而言，参见JAN M. BROEKMAN，《意义、叙事性与现实：法律教育中的法律符号学》第四卷（Springer，2016年）。]  [45:  关于其符号学，参见戈兰·索内松，《分支的自然史：第一性、第二性与第三性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符号与社会》第1卷第2期，第297-325页（2025年）；doi:10.1086/673251。] 


 	正是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可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当代“代码之治”面临的主要威胁。[footnoteRef:46] 第二个问题探讨“代码之治”——或者至少是其所代表的监管与决策编程系统——对区块链系统合法性的重要性。[footnoteRef:47] 第三个问题则将探讨在区块链领域近期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当代背景下，编程系统治理所实施的监管与传统监管之间的辩证关系。[footnoteRef:48]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符号学。第一种 植根于强制性或胁迫性集体意义建构的更广泛符号学之中，作为世界中自然之物的所指涉的价值与期望的函数，这些被指值与期望将通过编码复制或内化为区块链中的机器语言，进而作为物理世界的虚拟表现——该虚拟表现与物理世界在区块生成迭代过程的起始与终结处相互作用。 第二点涉及区块链语言的规范性本质，以及源代码在编码时不仅必须体现价值观，还必须体现使这些价值观在相互作用的区块所构成的自指世界（即其协议）中具有合理性的认知框架。第三点则关乎物理世界所面临的恐惧——当物理世界意识到虚拟世界已获得自主的物理性，进而威胁到其对物理世界的框架构建能力时，这种恐惧便油然而生，而物理世界正是被向内投射到虚拟世界中的。 让我们依次简要探讨这三个方面。 [46:  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与亚伦·赖特，《区块链与法律：代码的统治》（哈佛大学出版社，2018年）（“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并不依赖[官僚体系和制度性监管机制的规则]来构建其功能；相反，它们依赖‘加密法’来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  [47:  Aaron Wright & Primavera De Filippi,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Lex Cryptographia (2015, last rev. 25 July 2017); 可参见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580664]（“目前，这些组织仍由人类运营。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因为由人类运营的功能将逐渐被运行在区块链上的软件所取代。”）]  [48:  参见尼古拉·塔普斯（Nicolae Tapus）和曼努埃尔·阿德林·马诺拉切（Manuel Adelin Manolache），《利用区块链进行综合决策》，《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第162卷，第587-595页（2019年）。总体而言，参见安娜·哈金斯（Anna Huggins），《解决脱节问题：自动化决策、行政法与监管改革》，第44卷(3)《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杂志》第1048-1077页（2021年）；鲁本·宾斯（Reuben Binns），《算法循环中的人类判断：个体正义与自动化决策》，载《监管与治理》第16卷第1期，第197-211页（2022年）； 大卫·S·菲利皮、比尔·汤姆林森与安德鲁·W·托伦斯，《法律与作为“顶端协作者”的人工智能：优化合作的法律框架》，《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法律评论》第20卷第887页（2026年），https://doi.org/10.25148/lawrev.20.3.7。] 


三、“代码之治”面临的当代威胁。

要探讨“代码之治”所面临的威胁——或者至少是探讨那个已被客观化（第一性）为代码“规则”（或由代码所制定的规则）的系统[footnoteRef:49] ——将这一问题置于具有强制效应的现实塑造行动的更广泛语境中进行考察，或许会有所裨益。[footnoteRef:50] 实际上，正如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Primavera De Filippi）和亚伦·赖特（Aaron Wright）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相互冲突的“围封”问题。 [49:  韦塞尔·雷耶斯、艾里斯·维斯曼、莫尔谢德·曼南、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克里斯托弗·雷、维也纳·雷-卢伊、安吉拉·库比略斯·贝莱斯及利亚夫·奥加德，《如今代码自主运行：区块链技术的链上与链下治理》，《TOPOI》第40卷，第821-831页（2021年）。]  [50:  这一概念在学术文献中早已存在。参见，例如，彼得·瑙尔，《编程即理论构建》，《微处理与微编程》第15卷第5期，第253-261页（1985年）（编码的目的不是编程，而是生成可执行的系统理论，这些理论旨在产生迭代一致的结果）。] 


互联网早已在基于地理边界的“法治”与基于拓扑构造的“代码之治”之间引发了根本性的张力。“网络空间”的监管正处于这两个规范体系的交汇点——根据具体情况，它们既可能相互合作，也可能相互竞争。[footnoteRef:51] [51:  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与亚伦·赖特,  《区块链与法律：代码的统治》 (2018).] 


然而，这种不相容性远比地域层面更为深层。它不仅意味着抵抗，更意味着一种集体意义体系被另一种所取代。这种取代正从其传统的人本基础，[footnoteRef:52] 转向一种不再过分担忧主叙事冲突，[footnoteRef:53] 而是面临这样一种叙事冲突：机器虽能与人类互动，但机器的叙事对人类而言却依然晦涩难懂。[footnoteRef:54] 事实上，相较于在传统监管体系之外仅发挥补充或互补作用，这种取代的野心更难实现。 由此，人们可以开始感知到那些威胁“代码之治”的完整性的各类问题，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威胁。内部威胁或许更为耐人寻味。其中，有些问题值得提及： [52:  参见大卫·努南和朱莉·崔（合编）所著《语言与文化：反思性叙事与身份的形成》（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中的相关论文；以及克拉丽莎·吕格和玛丽安·沃尔夫·伦德霍尔特（合编）所著《劳特利奇反叙事手册》（劳特利奇出版社，2021年）中的相关论文。  ]  [53:  参见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所著《主导叙事及其不满》（Routledge，2005年）；蒂莫西·库姆（Timothy Kuhm）所撰《通过反叙事在沟通中构建组织演进》，载于《反叙事与组织》第17-42页（苏安·弗兰德森、蒂莫西·库姆和玛丽安·沃尔夫·伦德霍尔特合编，Routledge，2017年）。]  [54:  参见克劳斯·贝斯巴特，《机器学习在哪些方面是不透明的？》，载于《机器学习科学哲学》第3-24页（胡安·M·杜兰和乔尔吉亚·波齐（编），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2026年）。] 


A. 不连贯性问题。通过监管编码创建基于交易的区块链是一回事，将其编织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则是另一回事。难点在于如何将复杂且具有偶然性的相互渗透的交易事件中的结构耦合进行规范化。 归根结底，对“主编码者”以及“主代码”的需求变得愈发明显；但若以此方式“解决”不连贯性问题，便会动摇规范性区块链项目核心所秉持的去中心化基本原则。主编码似乎已成为监管的本质，如今它不再是拥有监管权的实体机构的专属领域，而是已渗透进代码的语言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在“发声”并进行监管。 随之而来的，是需要在虚拟系统现实中构建认知框架——该系统由以自动化方式进行的集成交易构成，通过这一框架，区块链得以被理性化，其价值体系得以稳定，其内部流动得以被理解，从而能够发展出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有效性模式，以及基于目标的价值最大化。实际上，若要将该系统作为整体进行管理，就需要对文化进行编码。 届时必将遭遇阻力——例如以分叉[footnoteRef:55]的形式表现出来。[footnoteRef:56] [55:  Linus Nyman & Juho Lindman，《开源软件中的代码分叉、治理与可持续性 (2013).]  [56:  除了实践中的抵制和分叉（不同意主开发者或主代码的用户仍可分叉链条，且无法强制执行主代码）之外，还可能遇到单点故障，从而导致整个链条被破坏。] 


然而，对“主代码”的追求与区块链最初的基本秩序前提背道而驰——即自主、民主和分散的权力，这种权力理想情况下以实体形式再现了其自身之外任何来源均不存在协调或控制的状态。从这一视角来看，“代码之代码”只能在特定的区块链集体内部运作，且其效力仅限于集体成员达成共识的范围内。 在此，人们可能会将区块链“代码之治”系统视为有序无政府系统的近乎完美的范例——一种无中心的秩序。这种秩序源于志同道合的集体之间治理的模仿冲动——每个集体都为一系列期望做出贡献，这些期望并非束缚于“代码规则”之中，而是植根于实践的历史。 忠于其自主性和控制分散的本质，区块链治理系统可能在某个空间中自主运转，而该空间正因其空性而为周围提供了秩序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空的，又是价值观与期望的秩序核心。 在此，人们或许能从交易中聚合而成的行动中辨识出某种表现形式，并从中提炼出集体价值；本质上，这是一种现象学规范性，其运作本身便抵制任何“主代码”——即抵制对系统旋转所围绕的空间进行任何填充。[footnoteRef:57] [57:  马克西姆·多永，《作为现象学概念的规范性》,  ，载于《现象学百科全书》第1卷（尼古拉斯·德·沃伦与泰德·托德瓦因主编，2025年），https://link.springer.com/10.1007/978-3-030-47253-5_186-1。] 


B. 偏见问题。偏见是一个时髦的概念。但它至少基于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认为可以从虚拟和编码系统中消除偏见；第二，认为这种消除偏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模拟体验中的“最佳”状态。 然而，社会组织的基本基础正是偏见，以及在各类范畴中对偏见的分配——从备受推崇和享有特权的偏见（例如平等），到应当被压制的偏见（例如种族主义）。即便接受了偏见这一事实，仍存在另一种偏见，它既在区块链的时间性中，也在人类监管中得以延续——即随着时间推移，将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 赋予某个概念和词语的倾向。 例如——18世纪和21世纪都推崇平等。但前者将平等理解为社会划分中固有的属性，这种划分在诸多方面催生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层级；而21世纪则赋予该术语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感。 区块链编程可能将这种时间演进视为挑战；又或者，时间性与迭代性区块的本质本身，或许恰恰允许一种能够提取（并最终预见）诠释模式的编码方式。亦或，它可能以所谓“去语境化”[footnoteRef:58] 的形式对此难以抗拒；本质上，这是机器智能试图模仿其所接收的人类行为数据中清晰体现的规范性漂移。 此外，还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诱惑——利用模式预测的力量，试图以符合那些有权介入该过程之人的方式来控制流程。[footnoteRef:59] 因此，所有这些都将人类的本质——那“太过人性”的本质——编码进了他们的机器系统之中。 [58:  Eunsol Choi et al., Decontextualization: Making Sentences Stand-Alone, 9 Trans. Assoc. Comput. Linguist. 447 (2021); Bert van Oers, The Fallacy of Decontextualization, 5 Mind Cult. Act. 135 (1998).]  [59:  若要探讨应避免和应赞赏的偏见，不妨考虑这一点：编写区块链协议的个人决定哪些交易被优先处理、手续费如何设定、什么被视为有效——因此，区块大小较小的人可能比区块较大的人更受优先对待。（偏见被固化在代码中）。 这同样可能适用于共识机制：（1）工作量证明（PoW）——可能向拥有低廉电费或矿场资源的群体倾斜；（2）权益证明（PoS）——优先考虑那些已经持有大量代币的人（富者愈富）等。 ] 


C. 质量控制。区块链固有的去中心化特性给问责制带来了挑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涉及责任的分配：应由程序员、运营商、节点管理员还是符合账本记录标准的交易生成者来承担？其次涉及责任的性质：是编写“优质”代码？还是监督代码的运行和功能（具体采用何种衡量标准则是次要问题）。 第三点是管理节点中的“暴民统治”，或其对立面——战略性否决权。在无政府状态的系统中，最终的权力在于：如果能够做到，就带着自己拥有的资产退出区块链。

四、“代码之治”对区块链系统合法性的重要性。

区块链系统的运行完全取决于“代码之治”的完整性。[footnoteRef:60] 这一点毋庸置疑，且有别于新兴的“依代码而治”文献。[footnoteRef:61] 它也应与“规则即代码”概念相区分。[footnoteRef:62] 尽管如此，或许正是由于“依代码而治”与“规则即代码”这些相关概念的存在，我们可以从与监管体系的粗略类比中得出结论：监管体系本身正是基于“法治”的完整性而权威地运作的。[footnoteRef:63] 然而，挑战源于这样一种观念的不连贯性：即认为区块链是在一种单一语言的框架内进行监管的。正如本文此前所 指出的，“代码之治”或许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由无限相互渗透的语言构成的生态系统，这些语言共同构成了代码监管“文本”的全部。 源代码、机器语言、对象代码和可执行代码，以及被转译为代码的监管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翻译、转译、逻辑和表现形式，揭示了“代码之治”的结构与语言学中更为复杂的要素。 更有趣的是，人类只能接触到“代码”语言中的部分组成部分。然而，翻译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是在构成“代码之治”互动对话的各种语言之间，其次则是将“过于人性化”的法治语言和文化期望与“代码”语言进行转换。[footnoteRef:64] [60:  Lawrence Lessin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Basic Books, 1999).]  [61:  Primavera De Filippi, Morshed Mannan & Wessel Reijers,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the Rule of Code: Regulation via Governance, 92 Geo. Wash. L. Rev. 1229 (2024)（“依代码而治是一种在线治理体系，其中存在一个凌驾于代码之上的主权者（即在线运营商，以及运营商必须向其负责的监管机构），因此该主权者利用代码对受该代码约束的互联网用户施加限制和约束”，同上，第1244页）]  [62:  安杰莉卡·林德奎斯特，《作为代码的规则——一种开放式方法》，欧盟委员会，欧盟政府科技（EU GovTech）；可参见 [https://interoperable-europe.ec.europa.eu/collection/eugovtech/document/rules-code-open-approach]。 参见罗南·肯尼迪，《规则即代码与法治：确保对软件行政行为的有效司法审查》，《法律、创新与技术》第16卷，第170-193页（2024年）。 ]  [63:  关于这一基本前提的政治变体，以及由此凸显的监管体系中及为监管体系服务的法治政治原教旨主义，参见杰拉尔德·J·波斯特马（Gerald J. Postema）的《一项“近乎神圣的责任”：危难时刻的法治》，载《司法》第107卷第3期，第17-23页（2024年）。]  [64:  例如，可以推测，无论相关复杂的“智能”合约多么透明，能读懂或理解它们的用户寥寥无几。大多数用户依赖审计师或开发者，这便形成了问责缺口。] 


尚不确定的是，任何对“代码之治”构成结构性耦合（污染）的行为，将对其完整性产生何种影响。关于传统监管措施的性质与功能——即旨在“管理”、“控制”或“驯化”人工智能系统——的争论，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尖锐。 在欧洲，与其他地区一样，更倾向于采用基于风险的分析方法。[footnoteRef:65] 此处的思路似乎是：对人类及人类思想的风险，应当成为推动外部强加的监管体系的驱动力。 这一前提背后隐含着这样的观念：虽然人类可以在法治框架内从事基于风险的行为（例如人脸识别、情绪分析等），但不应允许“机器”从事同类活动，更不应允许其增强从事此类风险行为的人类的能力。 [65:  E. D. van Asselt et al., Overview of Available Methods for Risk Based Control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23 Trends Food Sci. Technol. 51 (2012); Maria Eduarda Gonçalves, The Risk-Based Approach under the New EU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23 J. Risk Res. 139 (2020).] 


当然，区块链系统往往更重视系统本身及其关键要素——即其对象、能指以及由此衍生的解释空间。在这些结构中，以人为本的因素可能会被边缘化。例如，将人权“编码化”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footnoteRef:66] 而“基于人权”的编码项目则相对容易得多，它借鉴了以人为中心的类比方式。[footnoteRef:67] 从一个方面来看，该项目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法治框架下被赋予优先地位的、本应受益于此的人类群体尚未形成任何形式的共识，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共识都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目标。[footnoteRef:68]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将人权等概念移植到区块链环境中也将面临挑战。 首先必须解决定位问题：是将其嵌入账本交易的宪法条款中，还是嵌入区块，抑或是生成新区块的交易中？区块本身是人权的客体，还是仅其内容才是客体？区块链所服务的过程是否属于权利分析的对象？若是，在人类认知空间中存在多种且相互矛盾的人权叙述的情况下，如何衡量其对人权的不利影响？诸如此类。 但或许，在人机互联的互动动态中被进一步加剧的、既涉及人类也涉及机器的更大问题，在于 稳态及其带来的风险：系统因僵化而脱离机器与人类的现实，进而因这种脱离而导致衰败。[footnoteRef:69] [66:  参见《基于人权的项目规划：它是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2006年），可访问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df/human_rights.pdf]；Jamie Frederic Metzl，《信息技术与人权》，《人权季刊》第18卷第4期，第705-746页（1996年）。 ]  [67:  安大略人权委员会，《基于人权的政策与项目制定方法》，可参见 [https://www3.ohrc.on.ca/en/human-rights-based-approach-policy-and-program-development-0]]  [68:  参见：乔·胡佛，《重读〈世界人权宣言〉：多元性与争议，而非共识》，《人权杂志》第12卷，第217-241页（2013年）。]  [69:  参见诺伯特·维纳，《上帝与傀儡公司：论控制论与宗教交汇处的若干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4年），第82-85页。]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区分两点：一方面，编码及其相互渗透的编码语言（机器与人类）对区块链的构建和运行具有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围绕区块链的监管激励机制，尤其是当区块链在结构上与其他人类及虚拟子系统耦合时。 区块链的内部规制很可能是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编码的，并遵循上文所述的自身理性逻辑与原则。然而，其效应却并非如此。[footnoteRef:70] 正是在这一从区块链向外投射的“效应”空间中，可能需要构建编码化的合法性体系，这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探究，而此类探究迄今尚未取得显著成效。 在此，必须发展出关于“桥接法”与“桥接语言”的理论，使之能够同时向两个方向延伸。最后，区块链的完整性很可能与其对之无影响的物理系统的完整性相分离——或者，它可能成为推翻传统物理法统治、转而支持一种新型加密式生物政治的模板。[footnoteRef:71]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政治——它内嵌于编码结构之中，这些结构本身便具备独立的政治性，既允许机器在无需过多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运作，又允许人类通过干预来利用其运作的编码结构。[footnoteRef:72] [70:  参见：彼得·R·刘易斯和斯特凡·萨尔卡迪，《反思性人工智能》，载《思维与机器》第34卷第14页；可访问 [https://doi.org/10.1007/s11023-024-09664-2]。]  [71:  米歇尔·福柯，《性史》第1卷：导论（1990年再版）。]  [72:  Jan Groos在《加密政治：关于基于区块链技术治理的社会技术想象的笔记》（收录于   《数据沃土：有时坚硬，通常柔软：知识系统的未来》第148-170页，Johnny Golding、Martin Reinhart、Mattia Paganelli（编），德格鲁伊特出版社，2021年）中对此有精辟论述 （“追求所谓的‘政治终结’，转而支持去中心化的算法自组织——这一曾作为围绕区块链技术的基础神话之一——最终导致普通政治的必要性以极强的强度浮出水面。”同上，第156页）。] 


前文的分析表明，主要困难既不单纯在于制度设计，也不在于监管层级之间的冲突。更根本地说，这是一个跨越多层意义系统进行沟通的问题。为了阐明这一点，有必要更仔细地探讨“代码之治”本身的内部语言学、其沟通形式的分层特征，以及当法律和文化意义从人类的规范性抽象降解为机器可执行逻辑时所产生的意义损失。

五、监管的萨赫蛋糕与系统沟通问题。

i. “单一代码之治”的幻象。
当代关于区块链治理的辩论中，第一个分析性谬误在于假定“代码之治”指代的是单一事物。[footnoteRef:73] 事实并非如此。它既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也不是一种统一的监管形式。相反，它是一个由递归关联的沟通秩序构成的生态系统，每个秩序都有其自身的语法、语义、约束、排他性以及生效模式。 一旦否定了“区块链通过一种连贯的语言媒介进行治理”这一观念，“代码之治”（Rule of Code）便呈现为一种由多种语言构成的萨赫蛋糕（Sacher-Torte），命令、指涉与执行正是通过这些语言层层叠加并得以中介的。 [73:  De Filippi & Wright, supra note 28.] 


这一认识至关重要，因为“法治”与“代码之治”之间的摩擦，并不能仅用主权命令与技术设计之间冲突这一熟悉的修辞来穷尽。更深层的困难在于沟通层面。这是一个跨越异质意义系统时，涉及翻译、转译及信号退化的问题。 人类法律语言运作于一个语义宇宙之中：其中歧义往往具有建设性，时间性是开放的，解释具有制度性，而公平、平等、合理性和相称性等价值必然存在争议。相比之下，代码则通过日益受限的可执行区分语法来运作。随着向栈底深入，人们不仅是在实施法律，而是将法律意义置于一系列转换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规范性的可用空间不断收窄，允许的表达形式发生变化，而被规制的对象的本体论本身也被重塑。[footnoteRef:74] [74:  Nicholas Godfrey & Mark Burdon, Fidelity in Legal Coding: Applying Legal Translation Frameworks to Address Interpretive Challenges, 33 Inf. Commun. Technol. Law 153 (2024).] 


这不仅体现在律师和工程师使用不同的专业方言这一简单概念上，更在于“法治”与“代码之治”栖居于不同的认知宇宙，二者之间的联系依赖于不稳定的翻译行为。 在栈的顶端，人类行为者仍自认为在使用公共价值观的语言。然而在底层，系统已不再将公平、尊严或平等视为其本身。它只感知那些能在机器的运行语法中被转化为可执行指令的区分。在政策层面上呈现为原则的内容，在较低层级中逐渐被重构为指令或机器码，继而转化为操作，最终成为实体化的约束。

其后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代码之治”既不是法律的镜像，甚至也不是法律的顺从工具。它作为一个自主的、自我指涉的认知系统而运作，只有当人类赋予的法律意义被转化为符合其自身内在理性可读的形式后，该系统才会接受该意义。该系统依靠自身数据运行。 在区块链中，这绝非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每个新区块只有在遵循链上已记录的状态时才有效，因此系统自身先前的输出便成为了每个新输入的衡量标准。[footnoteRef:75] 当生成性系统进入这一循环时，这种自我指涉便呈现出一种阿谀奉承的特征，其产出的结果旨在取悦而非提供信息，且其运作方式已不再为人类所见。[footnoteRef:76] 用卢曼式的术语来说，“代码之治”趋近于一种自创生且运作封闭的系统状态，即该系统基于其自身的内部参照进行运作。[footnoteRef:77] 然而，封闭性并不等同于孤立。对卢曼而言，运作封闭性是系统向环境开放的条件，而非其否定。 封闭系统无法从外部 受到指挥，但可以受到刺激，而耦合正是在这些刺激点上成为可能的。[footnoteRef:78] 系统的沟通问题源于此，并非因为法律在抽象层面上缺乏权威，而是因为权威在向下传递时无法保持不变。向下传递的并非人类意图[footnoteRef:79] 本身，而是其模拟[footnoteRef:80] ——一种由对人类的响应所呈现的模仿性迭代形态所代表的机器意图，这种形态既受人类输入的影响，也通过系统先前收集的数据而形成。 [75:  这是以太坊所基于的状态转换模型：每个区块的账本状态是其先前状态及其上应用的交易的函数，节点会拒绝任何声称的状态不符合该函数的区块。参见加文·伍德，《以太坊：一个安全的去中心化通用交易账本》第2节（黄皮书），https://ethereum.github.io/yellowpaper/paper.pdf。 比特币将每个区块与其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绑定的做法，以更简单的方式实现了同样的自引用机制。参见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第2–3页（2008年），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76:  Myra Cheng et al., Sycophantic AI Decreases Prosocial Intentions and Promotes Dependence, 391 Science eaec8352 (2026); AI Overly Affirms Users Asking for Personal Advice, https://news.stanford.edu/stories/2026/03/ai-advice-sycophantic-models-research（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4月9日）。]  [77:  尼克拉斯·卢曼,  《法律作为社会系统》 (2004).]  [78:  尼克拉斯·卢曼，《法律作为社会系统》第2、10章（克劳斯·A·齐格特译，法蒂玛·卡斯特纳等编，2004年）（运作性封闭作为认知开放的条件；封闭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 技术系统本身是否能在卢曼的意义上具有自创生性尚有争议，且本文的论述并不依赖于此；该主张属于功能性而非本体论层面的。参见埃琳娜·埃斯波西托，《人工沟通：算法如何产生社会智能》（2022年）（算法在不理解沟通的情况下参与其中），并与下文第五部分第四小节中引用的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与自创生性的文献进行对比。]  [79:  Backer, supra note 11.]  [80:  让·鲍德里亚,  《拟像与模拟》 (1994).] 


ii. 解构萨赫蛋糕的层次。
为求分析上的简洁，这一分层的沟通秩序被呈现为一个五层的萨赫蛋糕。这个数字是一种解释性的整合，而非工程规范。工程师可以更精细地绘制这个堆栈，而更精细的绘图只会增加翻译的节点，而非消除它们。[footnoteRef:81] 区分不同层级的关键，不在于其在编译流程中的位置，而在于两个相关的问题：谁还能读懂该层所使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还能承载何种意义。开篇所述的三种对齐关系正对应于这些层级。人际语言占据第一层；从人到机器语言的转换横跨第二层和第三层；机器间语言则主导第四层和第五层。 我们从人际语言层开始，先识别出蛋糕顶层的巧克力糖霜，然后才进入蛋糕主体。 [81:  从技术角度更精细的模型至少应区分以下要素：源代码；中间表示形式和虚拟机字节码；执行该字节码且自身被编译为本机代码的节点客户端软件；处理器的指令集架构；微架构（在许多现代处理器中，微架构会在执行指令前将其解码为内部微操作）；以及芯片的物理逻辑。 参见约翰·L·亨尼西与大卫·A·帕特森合著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定量方法》（第6版，2017年）。每一层进一步的划分都标志着一次新的转换，因此反而强化了本部分的论点，而非削弱它。] 


第一层包含立法、监管、司法裁决、制度实践、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期望的语言。在这个领域中，法律仍以最易被识别的人类形式呈现：文本、论证、原则、愿景、类比、叙事。这也是价值观在时间维度上仍具流动性的层级。 平等并非一个稳定的实体，而是一个能指，其社会和法律内涵随时间推移而漂移，以至于十八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对同一术语的援引，可能蕴含着截然不同的规范世界。[footnoteRef:82] 正是这种流动性被代码所取代。莱西格认为，代码是当今的主要调节器，它通过硬编码的约束来塑造环境，而非依靠规范和国家权力的流动性。[footnoteRef:83] [82:  参见，例如，皮埃尔·罗桑瓦隆，《平等社会》（亚瑟·戈德哈默译，2013年）；彼得·韦斯滕，《平等的空洞理念》，《哈佛法律评论》第95卷第537页（1982年）。]  [83:  LAWRENCE LESSIG, Code: Version 2.0 (2d ed. 2006).] 


然而，在这个层面上，语言不仅仅是在描述一个世界，它更是在构筑一个世界。法律文本在最强意义上具有表演性：它们赋予合法性，规范认知，区分公共与私人、合法与非法、补救性与惩罚性。希尔德布兰特将法律解释的这种表演性 效果解释为一种“基于法律确定性、正义与工具性需求之间复杂互动”的力量。[footnoteRef:84] 然而，这一层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确定的，这对其功能而言至关重要。它容忍模糊性，因为模糊性是普遍性的代价；它容忍矛盾，因为矛盾往往是多元社会协商共存的媒介；它容忍延迟，因为司法裁决和行政管理依赖于制度性解释。 用现象学术语来说，这是法规对象仍与生活意义及社会语境紧密相连的层面。用符号学术语来说，能指仍处于可被质疑的状态。正如巧克力糖衣可以流淌在蛋糕上并改变其形状和大小，人与人之间的这一层面也是如此。 [84:  米雷耶·希尔德布兰特，《代码驱动的法律：冻结未来与扩展过去》（2020年），http://www.bloomsburycollections.com/book/is-law-computable-critical-perspectives-on-law-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 


第二层是将政策转录为软件的区域。在此，价值观并未消失，但被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footnoteRef:85] 程序员必须决定，就系统设计而言，究竟什么才算作平等、合规、同意、授权或风险。[footnoteRef:86] 在从法律语言到源代码的转化过程中，抽象被转化为参数化。[footnoteRef:87] 从这个意义上说，参数化可被理解为抽象规范命题在特定系统内获得确定性操作后果的节点。这些前提会衍生出相应的后果：公平成为一个阈值、访问规则、加权函数，或是许可与拒绝的逻辑门；平等成为一种比较程序；正当程序则成为工作流中一系列授权状态。[footnoteRef:88] 人类价值观唯有通过操作化才能存续——即规则的模仿性与迭代性总和被转化为操作结构，从而在用户（无论用户是人类还是自动化决策系统的一部分）的交互中约束行为。[footnoteRef:89] [85:  参见：海伦·尼森鲍姆，《技术设计中的价值观》，载于《科学、技术与伦理百科全书》第 lxvi、lxviii–lxix 页（卡尔·米查姆主编，麦克米伦参考书美国公司 2005 年）。]  [86:  参见，例如，娜塔莉·A·斯穆哈，《基于法律的算法统治：公共部门的算法监管如何侵蚀法治》，第151、205–29页（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年）。 此处的论点可理解为：平等和合理性等法律概念可以体现在数学计算中，并被编程到算法系统中。这些概念并不一定被统一理解。对其的解释和编纂体现了规范性选择。法律规则解释中所涉及的裁量权，向上游转移到了负责将这些规则转化并付诸实施的程序员身上。同上，第4章，第4.2.1–4.2.2节。]  [87:  参见，例如，马尔科·阿尔马达，《设计监管与技术未来的治理》，《欧洲风险监管杂志》第14卷，第697页，第697–702页（2023年），https://doi.org/10.1017/err.2023.37；奥利弗·R·古德诺与普雷斯顿·J·卡尔森，《先有文字还是先有代码？ 对于简化复杂性的法律自动化而言，传统文档还是代码语句是更好的起点？》，《皇家学会哲学汇刊A》第382卷，20230160（2024年），https://doi.org/10.1098/rsta.2023.0160。 ]  [88:  Danielle Keats Citron, Technological Due Process, 85 Wash. Univ. L. Rev. 1249 (2008).]  [89:  参见：詹姆斯·格里梅尔曼，《软件监管》，《北卡罗来纳法律评论》第96卷，第171、177–83页（2017年）。总体参见：米雷耶·希尔德布兰特，《计算机科学家及其他人士的法律》（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 


人们可以发现，源代码是人类与虚拟智能沟通的人类可读媒介，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这并非虚拟智能最终用于自我沟通的语言。[footnoteRef:90]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源代码 常被误认为是“代码之治”的全部，因为它对人类而言是可见的。然而，这种可见性不应与主权相混淆。源代码仅仅是人类作者能够合理地设想自己掌握控制权的最后一层。 [90:  参见珍娜·伯雷尔，《机器如何“思考”：理解机器学习算法中的不透明性》，《大数据与社会》第3卷第1期，2016年，第1页，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15622512（伯雷尔区分了三种不透明性形式，其中第三种源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特性及其应用所需的规模）； 马克·C·马里诺，《批判性代码研究》（2020年）（马里诺认为，代码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功能，还必须对其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批判性解读）。] 


这也是“过于人性化”的元素最明显地渗入机器的层级。偏见、偏好、制度惯性、政治妥协以及隐含的假设，都沉淀进了程序的架构之中，而编码者往往对此并未完全意识到。这种转换绝非中立，因为每一次编码行为都需要进行取舍：必须选择什么被纳入考量、什么被忽略、什么可衡量、什么不可衡量。

第三层是首次进入不透明的深层。[footnoteRef:91] 这是汇编指令、中间表示形式和字节码的领域，包括以太坊虚拟机字节码[footnoteRef:92] 等特定环境的形式。在这个层面上，人类可读性急剧下降，但尚未达到处理器自身的指令集。汇编代码和字节码成为一种机器可读的形式，只有具备专业技能的人类才能访问，而且只能部分访问，且难度越来越大。[footnoteRef:93] 对于智能合约而言，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部署到以太坊式区块链并由其执行的其实是字节码，而非源代码。可读源代码的发布属于自愿行为，且其与已部署字节码的一致性必须通过重新编译来单独验证。[footnoteRef:94] 换言之，合约的权威文本是用人类通常无法直接阅读的第一种语言编写的。 [91:  但参见扎克里·C·利普顿，《模型可解释性的神话：在机器学习中，可解释性这一概念既重要又难以捉摸》，《QUEUE》第16卷第3期，第31–57页（2018年）；可访问 https://doi.org/10.1145/3236386.3241340。]  [92:  维塔利克·布特林，《以太坊：新一代智能合约与去中心化应用平台》（2019）；加文·伍德，《以太坊：一个安全的去中心化通用交易账本》（2025），https://www.example.com/ethereum-a-secure-decentralized-generalised-transaction-ledger。]  [93:  “至少目前，不透明性被视为一个实际问题（利普顿，2018；沃森，2022），人们正试图加以减少。尚不清楚当前流行的可解释人工智能（XAI）方法能否将不透明性降低到习惯效应开始起作用所需的阈值以下。” 尼科·福尔马内克，《我如何停止担忧并学会热爱不透明性》，载于《机器学习科学哲学：核心问题与新视角》第25-36页，第33页（胡安·M·杜兰和吉奥吉亚·波齐 编，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2026年）。]  [94:  在以太坊上，合约通过携带其编译后代码的交易创建，且仅将该字节码存储在链上。参见加文·伍德，《以太坊：一个安全的去中心化通用交易账本》第7节（黄皮书），https://ethereum.github.io/yellowpaper/paper.pdf。验证服务会重新编译开发者选择发布的任何源代码，并将输出结果与链上的字节码进行比对。 参见，例如，Sourcify，《精确匹配与匹配》，https://docs.sourcify.dev/docs/exact-match-vs-match/（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10月26日）。] 


其意义既具有理论性，也具有技术性。这一层充当了筛选的场所。在此，翻译本身即是一种转化。 由人类编写的源代码被分解为低阶指令和控制结构，这些指令和控制结构在任何深层意义上都已不再保留代码所源自的规范性词汇。[footnoteRef:95] 剩下的只有操作依赖关系、内存分配、 跳转、调用、栈操作、操作码以及执行约束。[footnoteRef:96] 曾为上层注入活力的法律和政治语义，如今仅以冻结在结构中的痕迹形式间接地存续下来。[footnoteRef:97] [95:  Google LLC 诉 Oracle America, Inc.（美国最高法院 2021 年）。]  [96:  参见，例如，Anurang Shrivastava、Rvs Praveen、Read H. C. Alfilh、Navdeep Singh、Kanchan Yadav 和 B. Rajalakshmi，《人工智能驱动的故障恢复能力： 将深度图神经网络集成到时空智能电网监测中》，2025年国际计算与通信会议（COMPUTINGCON），印度塔莱加翁，2025年，第1-7页，doi: 10.1109/COMPUTINGCON64838.2025.11377902。]  [97:  参见 Agustin V. Startari, Regulatory Legitimacy Without Referents: On the Syntax of AI-Generated Legal Drafts, AI Power Discourse (2025), https://www.aacademica.org/agustin.v.startari/188（讨论机器生成的法律丧失意义的问题）。] 


正因如此，翻译层可被视为真正符号学损失的最初时刻。[footnoteRef:98] 当然，这并非完全的损失，但确实是一种决定性的削弱。所指并未消失，而是被转移到一种形式中，其指涉已无法通过普通人类的解读来获取。它已被转化为接近机器的形式，成为原版的模拟。 [98:  参见安妮·根特斯（Annie Gentès）《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的游戏机制：探访“诡异”》，《新超媒体与多媒体评论》第18卷第1-2期，第91-108页（2012年）。 ] 


在第四层，翻译让位于执行。这是机器码、目标码和可执行文件的领域，也是处理器接收二进制指令作为命令的空间。人类可以阅读源代码，但在实际意义上无法阅读机器码和目标码，而机器码是用于执行而非编程的。

这一层面的法理学意义很容易被低估。 在此，“代码之治”甚至不再在文本形式上与法律相似。它变成了事件。它不再主要是关于“应该发生什么”的陈述，而是采取了“实际发生什么”的启动形式，其条件取决于处理器的架构和机器的状态。在这个层面上，规范与其执行已无法区分。指令不再被解释，而是被执行。

这正是区块链作为一种监管形式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如前所述，它似乎通过将规范与方法双双内化于代码本身，从而解决了法律合规的经典难题，进而实现了监管自动化，并将合规主体嵌入编程架构之中。[footnoteRef:99] 在执行层，这一愿景得以实质性实现。 规范不再作为受制裁支持的文本而独立于主体之外。它被内置于行动得以发生的条件之中。这种内置同样具有文本性，但人类已无法完整地读取其全部内容。[footnoteRef:100] [99:  Kevin Werbach, A Layered Model For Internet Policy, 1 Telecommun. High Technol. Law (2002).]  [100: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可读性是相对的——只要投入足够的努力并借助适当的工具，机器语言是可以被“读懂”的；但人类能否像机器那样理解该语言，仍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 参见：詹姆斯·L·麦克莱兰、菲利克斯·希尔、玛雅·鲁道夫、杰森·巴尔德里奇、欣里希·舒茨，《将机器语言模型扩展至人类级别的语言理解》，arXiv:1912.05877v2 [cs.CL]  	
https://doi.org/10.48550/arXiv.1912.05877（v2 2020年7月4日）。] 


最后，第五层在物质层面上最具决定性，但在规范层面却最不显眼。在这里，人们会遇到微代码——许多处理器通过它将自身的指令转换为更细微的内部操作；而在微代码之下，则是电路本身的逻辑，即构成机器可读性的基础形式 。[footnoteRef:101] 这就是数字世界与物理架构交融的节点。[footnoteRef:102] 除了硬件单纯地执行命令之外，该命令现在还受到硬件作为一种“已被结构化的可能性领域”的制约。该领域本身也是被立法规定的。[footnoteRef:103] 该电路是由人类工程师使用Verilog或VHDL等硬件描述语言编写，并在设计阶段编译到硅片中的，这远在任何合约被部署到该电路之上之前。[footnoteRef:104] 从这个意义上说，处理器的指令集就是机器的宪法，它在任何程序运行之前就已经确立，且若要修改，也只能由其制造商进行。人类价值观可以触及这一层，但仅限于设计时刻，绝不会在执行时刻。[footnoteRef:105] [101:  S.G. Shiva, Computer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s—A Tutorial, 67 Proc. IEEE 1605 (1979); D.M. Goldschlag, A Formal Model of Several Fundamental VHDL Concepts, in Proceedings of COMPASS’94 – 1994 IEEE 9th Annu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ssurance 177 (1994), http://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318454/.]  [102: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没有软件》，CTHEORY（1995年10月18日），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74。]  [103:  劳伦斯·莱西格，《代码：以及网络空间的其他法则》，2.0版，第5–6页（2006年）；兰登·温纳，《人工制品具有政治性吗？》，《代达罗斯》第109卷，第121期，第121–22页、127–31页（1980年）   莱西格和温纳为将技术架构视为一种监管安排提供了理论基础。 工程文献证实，该架构是通过人类决策进行设计和实现的。我们认为，由此可以推断这些决策构成了一种事先立法。]  [104:  参见，例如，AMD，《Vivado 设计套件用户指南：综合》，UG901，第 1 章（2024.2）。]  [105:  参见：兰登·温纳，《人工制品具有政治性吗？》，《代达罗斯》第109卷，第121页，第121–22页，第127–31页（1980年）（技术安排可以通过其设计体现特定形式的权力和权威，而与其后续被用于何种目的无关）。] 


在这个深度上，语言与物质之间的界限开始消融。发声的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具有模式化的电学可能性。规则变成了架构；[footnoteRef:106] 约束变成了时序；[footnoteRef:107] “寄存器”（即所应用的透镜、框架或抽象层次）变成了位宽；[footnoteRef:108] 内存变成了访问；[footnoteRef:109] 指令变成了指令集设计、总线行为以及服务器或节点的物理功能。[footnoteRef:110] 因此，数字世界并非悬浮于物质之上，而是通过物质得以具象化。[footnoteRef:111] [106:  Joel R. Reidenberg, Lex Informatica: The Formulation of Information Policy Rules through Technology, 76 Tex. L. Rev. (1997), http://ir.lawnet.fordham.edu/faculty_scholarship/42.]  [107:  参见：阿德里安·麦肯齐，《转导：高速下的身体与机器》（2002）；阿德里安·麦肯齐，《切割代码：软件与社会性》（2006）。]  [108:  参见珍妮特·M·温（Jeannette M. Wing）的《计算思维与关于计算的思考》，第366页（1881），《皇家学会哲学汇刊A辑》第3717期（2008）；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抽象层次的方法》，载于《思维与机器》第18卷，第303页（2008年）；以及亚历山大·R·加洛韦，《协议：去中心化后的控制如何存在》（2004年）。]  [109:  参见，例如，沃尔夫冈·恩斯特，《数字记忆与档案》（尤西·帕里卡 编，2013）；温迪·许京春，《编程的愿景：软件与记忆》（2011）； Wm. A. Wulf 与 Sally A. McKee，《撞上内存墙：显而易见之事的启示》，载《ACM SIGARCH 计算机体系结构新闻》第23卷第1期，1995年，第20页。]  [110:  参见：约翰·L·亨尼西、大卫·A·帕特森和克里斯托斯·科齐拉基斯，《计算机体系结构：定量方法》（第7版，2025年）； 胡东辉，《云的史前史》（2015年）；《信号流量：媒体基础设施的批判性研究》（丽莎·帕克斯与妮可·斯塔罗西尔斯基编，2015年）；另见温迪·许京春，《编程的愿景：软件与记忆》（2011年）（该书认为，源代码被视为解释软件的依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111:  关于这一见解的学术讨论，参见例如保罗·杜里什，《比特的质地：关于信息物质性的随笔》（2017年）（将协议、表征和硬件视为物质性约束）。 另见马修·G·基尔申鲍姆（Matthew G. Kirschenbaum），《机制：新媒体与法证想象》（2008年）（区分了“法证”与“形式”层面的物质性，并论证数字铭刻具有物理性）；让-弗朗索瓦·布兰切特（Jean-François Blanchette），《比特的物质史》，《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期刊》第62卷第6期，第1042页 (2011)（论证信息依赖于物质约束，且抽象层无法消除这些约束）。关于“软件归根结底是硬件中的电压差，其产物可被重新构架以供人类使用”这一经典论断，参见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没有软件》，CTHEORY（1995年10月18日）， http://www.ctheory.net/articles.aspx?id=74；以及N. 凯瑟琳·海尔斯，《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控制论、文学与信息学中的虚拟身体》（1999）。] 


这也是最漠视人类法律诉求的层级。没有任何处理器会认可公平，没有任何门阵列会因平等而动容。对机器而言，“合理使用”等概念根本不存在，所有人类的解读都被剔除。[footnoteRef:112] 政策层中任何得以存续的内容，也仅在被重构为物理可执行的差异时才得以存续。 换言之，人类的法律意义只有在丧失了其原始形式后，才能抵达硬件层。 [112:  莱西格,  ，见上文注43。] 


区块链的一个要素完全置身于这一垂直传递过程之外。区块链并非一块萨赫蛋糕，而是许多完全相同的蛋糕，在每个节点上都被复制，而共识协议正是这些副本确认它们仍然是同一块蛋糕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对行为与行动的记忆，既具有模仿性，又具有迭代性。   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以及拜占庭容错协议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一功能，也以不同的方式失败——从被多数算力控制到验证者卡特尔的串通。[footnoteRef:113] 这一水平层才是广受赞誉的账本不可变性真正所在之处。不可变性并非任何单一代码层的属性。 它是通过副本之间的共识来维持的一种状态，其基础是加密学假设——而这些假设本身也是受时间限制的，[footnoteRef:114] 共识所能维持的，也能被共识所中止。当以太坊社区在2016年通过硬分叉来逆转DAO漏洞的影响时，“代码之治”并未失败。它是在耦合点上被推翻的——由节点运营商决定是否运行新软件，而那些拒绝运行的人则延续了原有的链，形成了以太坊经典。[footnoteRef:115] 链的核心——时间性——并未被抛弃，而是被重新导向。 区块链中的死胡同暗示着现象学上活跃运动的终结，而非其消亡。无法被看见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相反，遮蔽与阻塞暗示的是可及性，而非事实性。历史链或许会被重新路由，但历史无法被改变。这一事件或许是本部分后续论述中所展开论点最清晰的例证。 [113:  参见曹斌等，《区块链系统、技术与应用：方法论视角》，《IEEE通信综述与教程》第25卷，第353页（2023年）。相应的治理后果也各不相同。 针对工作量证明链的多数攻击、权益证明链上的验证者卡特尔，以及拜占庭容错系统中活性的丧失，都是不同的故障，每种故障都代表了人类监管可能介入的不同节点。]  [114:  大多数主流区块链上用于授权交易的数字签名依赖于椭圆曲线密码学，而运行肖尔算法的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可以破解该密码学；将区块串联起来的哈希函数虽然尚未被破解，但已被格罗弗算法削弱。 Peter W. Shor，《量子计算机上素因式分解与离散对数的多项式时间算法》，《SIAM计算杂志》第26卷，第1484页（1997年）；Lov K. Grover，《一种用于数据库搜索的快速量子力学算法》，载于《第28届ACM计算理论年会论文集》，第212页（1996年）。 签名方案一旦被破解，对现有资产的控制权以及新交易的授权将比交易记录本身受到更直接的威胁。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于2024年8月最终确定了其首批后量子密码学标准。参见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FIPS 203，基于模块-格的密钥封装机制标准》（2024）； FIPS 204，《基于格的模块化数字签名标准》（2024）；FIPS 205，《基于无状态哈希的数字签名标准》（2024）。就本文目的而言，关键在于账本的不可篡改性是一种有条件的成就，而非本体论属性，而向新加密技术的迁移本身恰恰需要文中所描述的那种协调一致的人为决策。]  [115:  Vitalik Buterin，《硬分叉完成，以太坊诞生》。博客（2016年7月20日），https://blog.ethereum.org/2016/07/20/hard-fork-completed（在区块1,920,000处发生分叉，将从DAO中被掠夺的资金转移至恢复合约）。 关于分叉作为区块链集体内部的一种抵抗方式，参见上文第三部分A。] 


iii. 编译器的“果冻”与翻译中的损失
在这几层之间，是萨赫蛋糕的“果酱层”：编译器、解释器、汇编器、虚拟机、运行时环境、链接器以及接口标准。[footnoteRef:116] 这一“果酱层”充当了连接密集语言规制层的媒介，它不仅将各层连接起来，还起到吸收、过滤和转化的作用。[footnoteRef:117] [116:  丹尼斯·朗利与迈克尔·谢恩，《编译器、解释器和汇编器》, 《理解微型计算机》第107页（丹尼斯·朗利与迈克尔·谢恩编，1985年），https://doi.org/10.1007/978-1-349-07553-9_9。]  [117:  参见南希·F·科特,  《符号学与解释》（2017年），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2987/9780300160932/html。] 


标准的法律想象往往将这些中介机制视为中立的通道。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编译器既不保留意图，也不假装保留。[footnoteRef:118] 编译器所保留的是语言规范赋予程序的意义，这未必是作者心中所想的意义。当二者出现分歧时，规范具有决定权，而编译器则在规范所编码的特权偏见体系内优化可执行性。[footnoteRef:119] 解释器并不保障规范上的细微差别，而是根据目标环境的逻辑强制执行语义收窄。[footnoteRef:120] 因此，人们所遇到的差异源于解释的来源及其自身的认知牢笼，而非文本本身。协议并不真实地承载价值，而是将通信限制在能够产生互操作效果的约定格式内。[footnoteRef:121] 在每个阶段，系统关注的都不是人类在丰富、有目的且植根于文化的意义上所表达的意图，而是什么内容能够被转换为功能一致性最高的、机器可读的指令，从而作为未来类似请求的内部素材。[footnoteRef:122] [118:  参见 N. Chomsky, 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2 IRE TRANS. INF. THEORY 113 (1956).]  [119:  参见巴里·麦克马林，《计算自组织：原始算法》（1997）（自组织软件的实例）。]  [120: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in Syntactic Structures (2009), https://www.degruyterbrill.com/document/doi/10.1515/9783110218329/html.]  [121: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约翰·B·汤普森与吉诺·雷蒙德,  《语言与符号权力》（2003年再版）；另见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2013年第二版）。]  [122:  参见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人类对人类的利用：控制论与社会》（2025年），https://mitpressbookstore.mit.edu/book/9780063423190（该文认为，严格以操作控制为优化目标的系统会将人类沟通简化为机械式的反馈循环，从而割裂了信息与其文化内嵌价值之间的联系）。] 


因此，意图的退化并非偶然，而是结构性的。果酱看似中立，却剥离了人类法律语义学，因为它所连接的系统基于一种信息理论——该理论在设计上对意义持无所谓态度。香农在该领域创立之初就曾明确指出：通信的语义方面“与工程问题无关”。[footnoteRef:123] 法律所视为富有成效的模糊性，在形式语言中只能被视为执行前必须解决的错误。[footnoteRef:124] 法律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正是因为它依赖于开放式的标准——它必须在多种含义、不可预见的语境以及制度化的判断形式之间进行调和。相比之下，编译系统必须做出决定。在法律往往保持开放性的地方，它们要求封闭性；在法律可能允许模糊性的地方，它们要求确定性。它们优先考虑一致性而非解释，优先考虑可重复性而非情境公平。[footnoteRef:125] 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译器是一个法理学行为体，尽管并非因为它在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它以 完全忠实的方式，应用一套由语言规范和编译器本身的作者在别处编写的规则，而当这些规则与程序员的意图相悖时，规则始终占上风。它与其说像一位立法者，不如说更像一个被迫适用外来法典的法院，受制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诺莫斯”（nomos）。[footnoteRef:126] [123:  C. E. 香农，《通信的数学理论》，《贝尔系统技术杂志》第27卷，第379页，379（1948年）。]  [124:  Mireille Hildebrandt, Law as Information in the Era of Data-Driven Agency, 79 Mod. L. Rev. 1 (2016).]  [125:  参见 John Carroll & Darrell Long, Theory of Finite Automata: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Formal Languages (1989)（讨论有限自动机理论以及计算中对确定性的追求）；Monika Zalnieriute, Lyria Bennett Moses & George Williams, The Rule of Law and Automation of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82(3) Mod. L. Rev. 425-455 (2019)（“使用以下方式进行自动化对法治价值观的影响：（1）预编程规则（例如专家系统）；以及（2）从历史数据中推导规则的预测性推理”）。]  [126:  这种分歧并非假设。优化编译器通常会丢弃那些行为在语言标准中未被定义的代码，包括程序员本意要实施的安全检查；一项研究在包括Linux内核在内的广泛使用的系统中发现了160个此类漏洞，这些漏洞随后已被开发人员确认并修复。 Xi Wang、Nickolai Zeldovich、M. Frans Kaashoek 及 Armando Solar-Lezama，《迈向优化安全系统：分析未定义行为的影响》，载于《第24届ACM操作系统原理研讨会论文集》（2013），https://doi.org/10.1145/2517349.2522728。 区块链领域提供了一个更为鲜明的例子。Vyper智能合约编译器的0.2.15、0.2.16和0.3.0版本中存在一个缺陷，导致重入锁的分配不正确，使得那些源代码中已采取防重入措施的合约在编译后失去了该保护机制。 2023年7月，Curve Finance及其他平台受影响的资金池遭到攻击，初步估计造成约7000万美元的损失。参见GitHub安全建议数据库，GHSA-5824-cm3x-3c38（CVE-2023-39363）（2023年8月9日）， https://github.com/advisories/GHSA-5824-cm3x-3c38；Halborn，《详解：Vyper漏洞攻击事件》（2023年7月），https://www.halborn.com/blog/post/explained-the-vyper-bug-hack-july-2023。 源代码表达了作者的本意。但编译后的合约却执行了其他操作，而区块链则强制执行了该编译后的合约。] 


正因如此，在机器码生成之前，控制权就已经悄然流失。人类程序员依然依附于受文本约束且人性化的操作系统的法律、社会和文化构造——对该系统的编码被理解为“法治”，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依附的程度。[footnoteRef:127] 但一旦源代码被编译，文本便进入了一个不再受这些建构所支配的认知宇宙。[footnoteRef:128] 取而代之的是，它受制于机器内在的理性[footnoteRef:129] ：执行效率、形式决定论、互操作性、内存纪律、指令兼容性以及物理可行性。人类的意图并未被否定，而是从属于另一种可理解性秩序。 [127:  Mireille Hildebrandt, Algorithmic Regu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376 (2128) Phil. Trans. R. Soc. A 20170355 (2018); 可参见 [https://doi.org/10.1098/rsta.2017.0355]（区分了控制论监管——即任何试图影响群体行为的尝试——与法律监管——即由具有政治权限的当局对个人、事物、流程等行使政治权威的文本表述）。]  [128:  布莱恩·克里斯蒂安,  《对齐问题：机器学习与人类价值观》 (2020).]  [129:  M. O. Rabin & D. Scott, Finite Automata and Their Decision Problems, 3 IBM J. Res. Dev. 114 (1959).] 


iv. 底层不可及性
治理面临的重大威胁并非仅仅源于机器执行规则，而是因为决定性的底层执行层对普通人类认知而言实际上是不可企及的。一个一贯的主题浮现出来：人类可以阅读源代码，但无法在实质意义上解读机器代码和对象代码。底层堆栈的秩序依然成谜，而当生成式智能不仅能够掌握机器语言，还能掌握作为机器语言来源的源代码语言时，这种神秘感便愈发加深。[footnoteRef:130] [130:  参见 Mike Isaac & Erin Griffith, The Big Bang: A.I. Has Created a Code Overload, The New York Times, Apr. 6, 2026, https://www.nytimes.com/2026/04/06/technology/ai-code-overload.html.] 


这种不透明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治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假定可读性。[footnoteRef:131] 除非通过代理，否则无法有效约束无法直接检查的事物。当系统的运作规范已迁移至人类实际解读能力无法企及的阈值之下时，便无法对其进行有意义的 从属管理。[footnoteRef:132] 在底层，机器不会与人类就价值冲突进行商议。它在物理约束下处理二元区分。它的世界是可执行的可能性之世界，而非法律说服之世界。 [131:  Natalia Buitron & Hans Steinmüller, Governing Opacity: Regimes of Intention Management and Tools of Legibility, 88 Ethnos 677 (2023). 另见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1998)（可读性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  [132:  参见 Caja Thimm, Gabriele Grameslsberger, Maximillian Mayer & Frank Piller, From Automation to Autonomy: Human Machine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9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7-24 (2024)（自主性作为一个渐进的、关系性的和归因性的概念）；Chinedu Pascal Ezenkwu & Andrew Starkey, Machine Autonomy: Definition, Approaches,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Gaps, in Intelligent Computing (Arai, K., Bhatia, R., Kapoor, S. eds., CompCom, 2019),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871-2_24.] 


因此，底层本质上对第一层和第二层注入的人类价值观漠不关心。此处的漠不关心并不意味着敌意，而是指结构上的不对应。[footnoteRef:133] 只有当人类价值观被转化为底层能够处理的形式时，才能对系统产生影响。话虽如此，底层本身并不依赖于这些价值观。它们在字面意义上仍然受制于二进制逻辑、电学状态、架构赋能以及执行纪律。 [133:  Ronald M. Kaplan et al., Translation by Structural Corresponden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Europe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72 (1989), http://portal.acm.org/citation.cfm?doid=976815.976852; Louisa Sadler & Henry S. Thompson, Structural Non-Correspondence in Transl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Conference on Europe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93 (1991), http://portal.acm.org/citation.cfm?doid=977180.977231.] 


生成式智能的出现从质上加剧了这一问题。只要人类仍在编写源代码，至少还能设想在编程层存在一个残余的监管干预空间。而这一空间正在逐渐消蚀。如今，具有自主性的编码工具能够读取代码库、编写和修改代码、运行测试，并在所获权限范围内，仅需有限的人工审查即可根据结果采取行动。[footnoteRef:134] 随着机器智能在编写、修订和优化源代码（包括其他系统的代码，最终甚至包括其自身的代码）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翻译过程本身已内化为自主系统的一部分。[footnoteRef:135] 人类早已被排除在最低层之外，如今也正日益被排除在更高层级的介入点之外。认知循环开始自我闭合，“代码之治”变得愈发完美地自我指涉。 因此，在此背景下，人类所剩下的只有一个根本性的抉择：是否使用该系统？ [134:  参见，例如，Anthropic，《Claude Code 工作原理》，Claude Code 文档， https://code.claude.com/docs/en/how-claude-code-works（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10月26日）（描述了一种代理循环：模型在用户选择的任何权限模式下，会读取代码库、编辑文件、运行测试和命令，并在无需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GitHub，《启动 GitHub Copilot 会话》，GitHub 文档，https://docs.github.com/en/copilot/how-tos/use-copilot-agents/coding-agent/create-a-pr（最后访问日期：2026 年 10 月 26 日）（该代理在后台运行并发起拉取请求）。权限设置本身即属于下文所述“门”的一种实例。]  [135:  参见 Benedikt Zönnchen, Mariya Dzhimova & Gudrun Socher, From Intelligence to Autopoiesis: Rethink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Systems Theory, 10 Front. Commun. (2025), https://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communication/articles/10.3389/fcomm.2025.1585321/full; Jesper Tække, Generative AI—the Transgression of Technology, n/a SYST. RES. BEHAV. Sci.,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sres.70045（最后访问日期：2026年4月13日）；Jaime F. Cárdenas-García, Info-Autopoiesis and the Limits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12 Computers 102 (2023).] 


这一决定——即是否使用该系统——不应被误认为是一个单一的行为。将其分解来看，它会在栈与人类世界交汇的每一个节点上反复出现：是否部署合约、是否运行节点软件、是否接受协议升级、是否授予 代理提交代码的权限，乃至是否参与该网络。 每一处都是一道闸门，而非审议的空间。站在闸门前的人不会与另一侧的代码进行协商，而只能予以放行或拒绝。然而，这一决定仅在形式上是二元的。法律同样通过“合法”与“非法”的二元区分来作出裁决，而赋予这种区分以实质内容的，正是决定其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适用的程序。[footnoteRef:136] 使用决策亦无二致。谁可以部署、经过何种审计、以何种披露方式、承担何种责任以及拥有何种覆盖权限——所有这些条件均可附加于“门”之上。因此，留给人类的意志行为虽有限，却并非空洞。这正是法律与代码能够耦合的节点。  [136:  尼克拉斯·卢曼，《法律作为社会系统》第4章（克劳斯·A·齐格特译，法蒂玛·卡斯特纳等编，2004年）（法律体系中“合法”与“非法”的二进制代码，以及决定其适用的条件程序）。] 


其结果并非法律的消亡，而是其传统运作模式的位移。法律不再面对一个被动的工具。[footnoteRef:137] 它面对的是一种交流秩序：其内部运作可能仅部分可知，其自身的语言生态超越了人类的流利程度，且其对人类指令的翻译已不能被视为透明、稳定，甚至无法被检索。 [137:  朱莉·E·科恩,  《在真理与权力之间：信息资本主义的法律建构》 (2019).] 


v. 作为结构耦合的综合
如果上述论点正确，那么标准的监管立场确实是错误的。从分析角度来看，假设法律——其传统上专注于物理（有形和无形）空间的组织与管理，即其法律功能，[footnoteRef:138] ——仅凭主权主张就能在编码系统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难点在于，强制手段无法解决沟通上的不兼容性。由于封闭系统无法直接改变彼此的内部运作，它们只能在特定的边界上相互“刺激”。[footnoteRef:139] 结构耦合是卢曼（Luhmann）提出的术语，指使这种刺激变得规律且可预期而非偶然的安排，正如宪法将法律与政治耦合，或合同与财产权将法律与经济耦合一样。[footnoteRef:140] [138:  布罗克曼与巴克尔，《律师的意义建构》：同上，第99-125页。]  [139:  Niklas Luhmann, Organisation und Entscheidung, in Organisation und Entscheidung 5 (1978), http://link.springer.com/10.1007/978-3-322-91079-0_1.]  [140:  尼古拉斯·卢曼，《法律作为社会系统》第10章（克劳斯·A·齐格特译，法蒂玛·卡斯特纳等编，2004年）。] 


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第一层如何直接支配最后几层。它无法做到这一点，除非采用粗糙且往往低效的方式。更有价值的问题在于，结构耦合可以在何处制度化，以便“法治”与“代码之治”这两个系统能够在不预设可还原性的前提下，相互“刺激”、约束和引导。 解决之道可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将区块链视为虚拟秩序与物理秩序之间结构性耦合的场域；其次，在人类与机器交汇之处——即所谓“人-机器闭环”过程中——确立人类监管的持续地位。[footnoteRef:141] [141: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losed Systems and Open Justice: The Legal Sociology of Niklas Luhmann, 13 Cardozo L. Rev. 1419 (1991).] 


因此，结构耦合应被理解为对“至高无上”幻想的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人-机-人系统背景下。[footnoteRef:142] 以人为中心且源于人的法律，可能规范以下方面：接入点、接口条件、披露义务、审计 架构、覆盖权限、责任分配、节点治理、更新授权以及机构审查程序。[footnoteRef:143] 它应当规范编码系统被允许将效应向外投射到人类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条件。它应当规范耦合机制本身的设计。然而，它不应假装第一层语汇中表述的指令能够未经转换就完整地传递到机器执行层面。 [142:  参见，例如，延斯·拉斯穆森，《可靠人机系统的生态界面设计》，《国际航空心理学杂志》第9卷第3期，第203-223页（1999年）。 ]  [143:  Joshua A. Kroll et al., Accountable Algorithms, 165 U. Pa. L. Rev. 633.] 


这种重新定位至少有三个启示。首先，治理必须聚焦于“翻译”场域，而非抽象的控制主张。[footnoteRef:144] 其次，法律必须更加关注计算的多层符号学，并减少对“源代码即机器的全部”这一虚构观念的执着。[footnoteRef:145] 第三，人类监督的嵌入不应是出于怀旧式的安抚，而应作为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构，在编码自主性对人类世界产生影响的具体节点上，实现中断、审查和可争议性。[footnoteRef:146] 区块链既实体化了又打破了传统的沟通模式和社会互动模式，而这些模式的规则不再必然以文本为依据，也不再以人为中心。 [144:  与人类语言一样，这是一个充满缺陷的领域，而随着翻译过程中错误的累积，这些缺陷会被进一步放大。 参见玛丽-安妮·拉肖、巴蒂斯特·罗齐耶、洛维克·查努索、纪尧姆·兰普勒的《编程语言的无监督翻译》（第3版，2020年9月22日，该版本见arXiv:2006.03511v3 [cs.CL]）； 可访问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006.03511]]  [145:  部分参考大卫·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计算的文化逻辑》（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计算作为隐喻、方法和组织框架）； 迈克尔·马辛科夫斯基，《数据、意识形态与社会信息学正在发展的批判性纲领》，《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期刊》（JASIST）第67卷第5期，第1266-1275页（2016年）；可参见 https://doi.org/10.1002/asi.23483]  [146:  参见罗伯特·E·伊尼斯，《影响符号：论符号学中断》，载于《我激活你以影响我：作为文化心理现象的情感化》（Emerald Publishing，2018年），第4章。] 


萨赫蛋糕模型之所以有用，恰恰在于它抵制简化。代码之治具有多层性、密集性、中介性，且从宏观层面仅能部分可见。其规制力量并非源于单一文本，而是源于多种语言的协调运作，而每种语言都日益漠视了该过程最初所依托的语义丰富性。[footnoteRef:147] 因此，系统沟通问题正是数字治理的核心法理学问题：当法律意义与编码执行之间的路径在每一步都充斥着翻译、弱化和自主重构时，如何在二者之间构建持久的耦合形式。[footnoteRef:148] 该模型同时也指明了答案。法律无法进入蛋糕的致密层，但可以治理层与层之间的果酱层，并为那些人类决定是否接纳蛋糕所产出之物的“闸门”赋予实质内容。 [147:  从基础层面而言，参见法比安·贝克和斯特凡·迪尔，《论模块化与代码耦合的一致性》，ESEC/FSE ‘11： 第19届ACM SIGSOFT研讨会暨第13届欧洲软件工程基础会议论文集，第354–364页；可参见[https://doi.org/10.1145/2025113.202516]。 ]  [148:  拉里·卡塔·巴克（Larry Catá Backer），《下一代法律：西方基于数据驱动的治理与问责制监管体系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南加州跨学科法律杂志》第28卷，第122–172页（2018年）。] 


vi. 区块链时间：顺序继承与线性指涉的局限

在上述萨赫蛋糕的每一层之下，都存在一种时间架构，它对区块链的运作至关重要，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计算的自然特征，而非关于如何组织继起关系本身的一种偶然且高度特殊的选择。 每个区块通过其哈希值整合了前一个区块的全部内容，从而与前一个区块链式连接；由此形成的 账本沿着单一、扁平化、单向的向量前进，一旦达成共识，除分叉外，不允许任何偏离。 这一向量既由时间产生，又构成了时间本身：区块链不仅记录发生在时间中的事件，更通过一连串经过验证的区块，制造出系统自身能够识别的唯一时间。 尼克·兰德（Nick Land）在对中本聪协议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解读中更进一步，他认为区块链解决了相对论时空所宣称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在分布式且异步的观察者之间确立绝对且一致的顺序问题，因为每位“拜占庭将军”虽然缺乏可供参考的权威时钟，却能够仅凭工作量证明链的深度和难度， 推断出某个方案需要多少集体劳动，从而确定在多个竞争方案中哪一个真正获得了多数支持。[footnoteRef:149] 根据这种解读，区块链不仅利用时间，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制造出人造的绝对时间，且无需借助那种曾困扰爱因斯坦和庞加莱——他们同时代且观点相近地致力于解决分布式观察者之间“同时性”难题——的外部同步机制。[footnoteRef:150] [149:  尼克·兰德，《区块链革命与绝对时间》，载于《黑暗森林：文学、哲学与数字艺术》（2016年12月17日），https://socialecologies.wordpress.com/2016/12/17/nick-land-the-blockchain-revolution-and-absolute-time/。]  [150:  同上。] 


这一论断最好被理解为对系统内部符号学的论述，而非一个已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关于区块链时间性的实证与形式文献表明，区块链序列的“绝对”特性是一种需要持续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的成就，而非一劳永逸的既定结构。 佩雷斯-马尔科（Pérez-Marco）对“区块链时间”的形式化处理，将网络的内部时钟推导自工作量证明（Proof-of-Work）机制下区块验证的离散时钟脉冲，并表明该时钟精度的不确定性——通过一种形式上类似于海森堡时间-能量不确定性原理的关系——与多数节点为使链条前进一个单位所必须消耗的能量相关： 换言之，时间序列并非免费的，且区块链时间被固定得越精确，其生成所需的能量就越多。[footnoteRef:151] 这里的时间并非先于系统而存在；它是系统自身通过工作消耗所创造出来的，一次验证一个区块。 另一项互补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这种由系统内部产生的时间，也并非由构成网络的各个节点以统一或同步的方式体验。陈、冯和黄将比特币分析为“非连续时间系统”，他们将区块被生成、传播和观察时的物理时间，与仅由被接受的状态序列所赋予的历史坐标区分开来； 节点在不同的物理时刻采用同一个区块，竞争中的候选区块可能在“最长链规则”解决竞争之前短暂占据相同的历史位置，而系统的向前推进并非基于任何共享的物理当下，而是基于一个被继承的、回顾性稳定的过去。[footnoteRef:152] [151:  里卡多·佩雷斯-马尔科，《区块链时间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IMJ-PRG、Labex RéFi工作论文，2016年）（作者存档）。]  [152:  陈斌、冯潘和黄德创，《比特币：一个非连续时间系统》，arXiv:2501.11091（最后修订于 2026 年 10 月 15 日），https://arxiv.org/abs/2501.11091。] 


鲍登将这一观点推向了其政治结论。如果区块链的继承关系在兰德的强意义上确实是绝对的，那么分叉——即上文被视为抵抗主编码机制的症状的机制——就不可能普遍存在，而是根本不可能发生。 分叉的定期发生，以及每个分叉都体现出对同一先前历史合法延续权的竞争性主张，揭示了“区块链”（the Blockchain）中的定冠词本身就是一项政治成就，而非技术上的既定事实： 无论哪条延续线积累了更大的后续验证权重，便会追溯性地获得“自始至终都是唯一真正继承者”的地位，而被抛弃的分支则在事后被重新归类为“从未真正成为历史”。[footnoteRef:153] 依此观点，绝对继承性并非区块链随时间推移而发现的属性；它是竞争链之间争夺的头衔，并由占上风的多数方通过其积累的劳动，以临时且始终可逆的方式授予。 [153:  卡勒姆·鲍登，《时间中的分叉：区块链与绝对继承的政治经济学》，7(1)《关于140的同行评审期刊》，第140–150页（2018年）。] 


无论是在赞誉性的解读还是贬低性的解读中，都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区块链要作为一种监管系统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种特定的时间排序形式。 链条严格按顺序推进：每个状态仅源自且仅源自其直接前一个状态，而区块之间的辩证运动——即在考虑下一个“命题”之前，先将前一个“命题”纳入、综合并封存——正是使账本能够作为可信记录的基础。这种序列性本身也是一种构成性限制。 一个系统的完整性依赖于对连续状态进行不可逆、不重叠、逐一验证的过程，因此，若不放弃使其值得信赖的这一核心特性，该系统便无法容纳基于叠加、并行或非顺序评估的计算模型，也无法容纳量子信息处理所特有的概率性和非经典推理。 区块链之所以强大，恰恰在于它恪守一种经典的、线性的、辩证的序列模型；而它之所以局限，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种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它以极其鲜明的方式揭示了人类一种更为久远的承诺——这种承诺早在康德将算术与时间、几何与空间配对时就已经显现，并在十九、二十世纪各帝国和各行业为统一时钟标准所做的行政努力中得到了具体落实——即集体秩序需要对“什么先于什么”有一个单一、共享且按顺序排列的叙述。[footnoteRef:154] 区块链的伟大创新在于将这一承诺自动化，并将其执行权分散到一个无领导者的机器网络中；其巨大局限在于，它永远只能自动化这一特定于特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时间图景。 近期关于所谓“量子区块链”的提案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工程师将真正非经典的表示形式——相位编码的量子比特、通过永不同时共存的光子纠缠而形成的格林伯格-霍恩-泽林格态——接入账本，最终形成的架构仍通过递归生成的、严格连续的时间结构将连续区块串联起来，每个新的纠缠态仅由其直接前一个状态构建而成。[footnoteRef:155] 因此，试图将量子叠加和非序列相位信息引入区块本身的尝试，并未能消解本节所描述的辩证序列性；这些元素只是嫁接在该序列性之上，而这种序列性在转化为量子基质时，本质上依然完好无损。 [154:  兰德，见上文注152。]  [155:  鲁旺加坦杜拉·科纳拉等，《采用相位编码存储经典数据的时相纠缠量子区块链》，arXiv:2507.14839（最后修订于2026年6月17日）， https://arxiv.org/html/2507.14839（将经典区块的相位编码贝尔态表示与递归生成的时序格林伯格-霍恩-泽林格纠缠相结合，从而使“过去的区块不再存在”，仅保留最近的、完全链式连接的单一状态可供访问，尽管引入了非经典的、基于相位的编码，但仍保持了严格的时间顺序）。] 


因此，从最宏观的层面来看，区块链的时间架构本身就是人类主体间性的产物，如今已被投射到其机器计算和技术增强的延伸体中，并部分由这些延伸体所管理。本部分所探讨的、沿着扁平化单向向量排列的节点序列，既是对线性连续性这一主体间性承诺的结果 ，又在递归意义上成为再现并强化该承诺的机制： 每一个经过验证的区块都在向系统——以及依赖该系统的人类——灌输这样的观念：秩序即序列，合法性即先例，而唯一值得传承的历史，就是能够被讲述为从单一创世区块向前延伸的单一保管链的历史。 非顺序的、并行的或与量子兼容的信任架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朝一日在不牺牲其换来的可审计性的前提下，松绑这一承诺，是本文留待探讨的问题； 就当前目的而言，只需表明区块链对继承问题的这一备受赞誉的解决方案，并非对时间本身的发现，而是一种高度纪律化、高能耗且存在政治争议的选择——即监管体系应被要求执行多种可能的时间图景中的哪一种。

六、“代码之治”与传统文本“编码”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对“代码之治”的威胁。

一旦理解了代码的多层传播生态，法治与代码之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便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问题不仅在于一个体系是否应当主导另一个体系，更在于二者是否都能在构成代码化监管的层叠符号学与现象学转化过程中，清晰地投射其规范性指令。早在21世纪初的商业语境中，人们就已经遇到了这种现象的各种变体。[footnoteRef:156] 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更精准地评估传统文本编码及其所蕴含的等级制度假设所构成的威胁。 [156:  参见安杰洛·科拉洛（Angelo Corallo）、朱塞皮娜·帕西亚特（Giuseppina Passiante）和安德烈亚·普伦西佩（Andrea Prencipe）所著《数字商业生态系统》（E Elgar，2007）中的论文。]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威胁的本质。简要提及其某些维度有助于理解背景。关键问题在于面对无政府状态时的等级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代码之治”与“法治”之间的“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源于一套“代码之治”事先就予以否定的预设。“代码之治”既不认同法律等级制度的理想，也不认同那些拥有权力来制定或解释法律等级制度（例如宪法、成文法、法规措施）及其应用的人类集体的等级安排。 更根本的或许是，“代码之治”内在所排斥的这一原则：即人类对其自身监管结构的发言权，仅限于通过（推定为）人类编码者注入其中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代码之治”，如同区块链系统一样，是自足的存在。它们植根于自主性——不仅作为现象学主体，同时也作为内部自洽的法律主体。然而，这些秩序前提对于以人为本的物理规则体系而言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后者本质上以人的中心地位为基础，因而将其他一切视为从属且具有工具性的存在。

尽管如此，二者之间仍存在相当程度的互联性——只是其秩序的形成机制依然成谜。这种谜团因机器语言的不可接近性而愈发深奥，当生成式智能不仅成为其自身语言的主宰，更成为其机器语言源头——源代码语言的主宰时，这种谜团便更令人忧心。[footnoteRef:157] 人类源代码编写者依然依附于作为法律、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人类法治——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无论什么被内化到他们的认知过程中，都构成了他们处理问题、议题、事实、流程等时所采用的方法的秩序与合理化基础。而 法治始终关乎人类。[footnoteRef:158] 问题当然在于：虽然人们可以对人类进行规范——也可以监督源代码是否符合规范——但当这些规范被转化为机器的语言和认知体系时，人类的控制力便大大减弱。[footnoteRef:159] 尚不明确法治是否能真正触及计算系统，即便是以代码形式存在；而这一点对编码或立法所设定的限制与约束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footnoteRef:160]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领域中法律的核心问题，在监管代码中得到了复现。[footnoteRef:161] [157:  卡琳娜·维达，《人类之后的语言——对拉斯·古斯塔夫松〈机器〉的遥远回响》，《技术与语言》第6卷第3期，第144-150页（2025年）。]  [158:  约瑟夫·拉兹，《法治及其美德》，《法律季刊评论》第93卷，第195页（1977年）；隆·L·富勒，《法律的道德》（修订版，1969年）。 可以说，拉兹和富勒都认为，如果法律无法引导行为，就无法作为法律发挥作用。两人均未声称法律总能成功。如果将讨论的焦点从“成功”转向“范围”，那么当然可以推定法律总是能够覆盖的，但这种覆盖并不总是有效的——其有效性可能取决于“覆盖”这一理念的评判标准。 ]  [159:  参见，例如，Joshua A. Kroll et al., Accountable Algorithms, 165 U. Pa. L. Rev. 633 (2017)，其观点可理解为：透明度和技术工具使观察与转化成为可能，但这些是否能“转化”为法治与代码或编码之间的控制或转换，则不那么确定。参见 Jenna Burrell, How the Machine ‘Thinks’: Understanding Opacity i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3 Big Data & Soc’y, no. 1, 2016, art. 2053951715622512（指出了源于机器学习算法特性及其应用所需规模而产生的不透明性）。]  [160:  参见罗杰·布朗斯沃德（Roger Brownsword），《技术管理与法治》，载《法律、创新与技术》第8卷，第100页（2016年），其论述可被解读为探讨法治以及富勒的合法性原则（见《法律的道德》（1969年修订版））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由技术而非规则管理的监管环境。 关于这一点，另见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与亚伦·赖特合著的《区块链与法律：代码的统治》（2018年）。]  [161:  参见罗杰·布朗斯沃德（ROGER BROWNSWORD），《法律、技术与社会：重新构想监管环境》（2019年）（将法治重新构想为对权力任意行使的约束，无论该权力是通过规则还是通过技术措施行使的。] 


我们仍然相信，编程是属于我们的——是人类的。[footnoteRef:162] 机器，以及即将出现的生成式智能，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但由于我们人类无法有效理解它们的语言——包括它们对我们自身语言的翻译——因此尚不清楚我们是否能真正知晓。[footnoteRef:163] 这一洞见，或许是处理“代码之治”与“法律”之间必要协调关系的更有效途径：二者各自在其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了在虚拟世界和模拟世界中得以实现，其核心组件必然相互依存。 归根结底，这揭示了人类体制中的官僚（apparatchiks）及其信徒所采纳的分析框架之谬误——该框架基于人类物理编码通过法律实现根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其视为实现人类执念的巅峰机制，无论这种执念在规范层面是纯粹还是不那么纯粹。[footnoteRef:164] 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洞见：机器语言及其源代码编程遵循着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植根于意义的符号学和理性组织之中，既难以被人类所理解，又对人类价值观漠不关心——这本就是必然的。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要退让，向通过编码法规实施的、由机器语言赋能的自动化治理低头。 但这确实表明，物理层面的、人类主导的监管在人类事业的核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就 区块链而言，这种监管存在于人类与机器交汇之处，即所谓的“人机闭环”流程中。[footnoteRef:165] 但它很可能不再假装所监管的对象是编程本身，尤其是其作为人机话语中“机器部分”的这一方面。[footnoteRef:166] 相反，它将最有效地作为一种“效果”或功能性框架发挥作用，其目标在于控制人类与机器的交互。[footnoteRef:167] 该框架归根结底就是第五部分所述的“使用决定”，其内容由法律赋予。 [162:   菲利普·N·约翰逊-莱尔德，《人与机器的思维》（Psychology Press, Taylor & Francis, 1993）（“你可能会好奇，我为何如此确信我们的机器是愚蠢的。答案在于，它们尚未构思出关于‘它们如何思考自己的思考’的理论，而我们却对它们了如指掌。”同上，第xv页）。]  [163:  我们或许能达到基本理解的程度，但100%的透明度不太可能实现。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像机器那样思考（多维度、概率性、非线性）。例如，“神经-符号计算”系统将基于符号的推理与神经网络学习相结合。可解释性工具、在训练AI系统时嵌入可解释性约束，以及构建能够将机器推理转化为人类可理解概念的用户界面。]  [164:  Sriraam Natarajan、Saurabh Mathur、Sahil Sidheekh、Wolfgang Stammer、Kristian Kersting，《人参与循环还是AI参与循环？自动化还是协作？》，39(27) AAAI-25 28594-28600。 https://doi.org/10.1609/aaai.v39i27.35083 (2025)。]  [165:  我们所说的“人-在-回路”（即在决策发生或系统运行之前，人类直接参与或批准该决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1) 人类必须授权（签字）；(2) 人类必须投票/选择升级方案；(3) 在许可型系统中，人类必须明确批准。 除此之外，“人后环”（事后介入）也正在开发之中。Eduardo Mosqueira-Rey、Elena Hernández-Pereira、David Alonso-Ríos、José Bobes-Bascarán 及 Ángel Fernández-Leal，《人-机器闭环中的机器学习：最新进展》，《人工智能评论》第56卷，第3005–3054页（2023年）。]  [166:  参见：克劳斯·布鲁恩·延森，《人机对话中的编码与解码》，《传播理论》，qtaf022，https://doi.org/10.1093/ct/qtaf022（2025年9月16日）。]  [167:  参见，例如，弗洛伦斯·格塞尔、弗洛里安·马丁-巴里托，《区块链对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影响》，信息社会部 DGI (2022)06（欧洲委员会，2022年）。] 

人们可以进一步从反思的角度深化这一洞见。近期对企业及政府关于变革性计算技术叙事的分析指出，任何关于此类技术用途的阐述本身都是一种带有既得利益的意义建构行为——由在由此产生的秩序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一方提出，并经过精心计算，旨在确保人类与机器之间特定的权力分配。[footnoteRef:168] 对于“代码之治”的任何阐述，包括本文在内，同样如此。 本文提出的萨赫蛋糕模型并非从其所描述的现象之外提取的、中立的描述。一旦将法律与代码理解为栖居于不同的认知宇宙，该模型本身就是关于权威应归属何处的论断。说治理必须转移到人类决定是否接纳底层产出之物的“大门”处，这本身就已经是在多种合理的权力分配方案中，选择了本文所推荐的那一种。 因此，围绕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每一种治理叙事所提出的问题，并非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而是每种叙事旨在构建何种人类与机器权威的秩序，使其显得足够合理。 [168:  巴克尔，《第七讲》，见上文注150。] 


七、结论

本文通过多个分析层面论证指出，组织大多数当代区块链话语的普遍假设——即代码可被理解为与法律类似的“规则”——将规制对象误认为比其实际规模小得多且更易于掌控的事物， 而代码更应被视为一个分层系统、一种环境，或一个规则生产的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人类——更广泛地说，人类的系统性——与其说是被对立或被服从，不如说正被逐步取代、转化，并最终仅能部分地被恢复。 上文提出的萨赫蛋糕模型为这种位移赋予了结构，而非将其留作一种隐喻：法律意义从成文法和立法意图出发，经由编译器、字节码、操作码和共识层层传递，在每次转换中都会丧失部分原始语义内容， 因此，当交易执行之时，人类监管者所能掌控的已非对系统底层的支配权——这些底层此时已演变为一种高度自主且自指的语言——而仅剩一系列闸门。这些闸门分布于分层生态与人类法律及政治制度的交汇处，监管者可在这些节点上决定——通常为时已晚且永远不完整——是否接纳系统已产出的结果。 因此，本文试图揭示的真正冲突，并非通常所呈现的“法治”与“代码之治”（或“依代码而治”）之间的冲突——仿佛这两者是争夺同一王座的两个主权者——而是不同监管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这些生态系统各自依据不相容的内部逻辑来组织意义、权威，而正如对区块链时间架构的讨论所揭示的，如今甚至连时间本身也是如此。因此，法律唯一剩下的任务，便是为那些生态系统被迫交汇的“闸门”赋予规范性内容——这一任务虽相对温和，但绝非微不足道。
上文已详尽阐述的另外两点见解，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普遍论断，不应被允许湮没其中。 其一，关于区块链目的与恰当治理的任何论述——包括本文提出的“萨赫蛋糕”模型——本身都是一种带有既得利益的、预言式的言说：这是由某一方（其自身有所图）针对尚无法验证的技术未来所提出的论断，其目的在于以描述技术现状为幌子，确保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一种特定权力分配。 这种反思性认识——借鉴自其他地方探讨过的、关于相互竞争的人工智能治理叙事之间的更广泛论战——要求读者不要将本文的论点视为一种最终能够解决“代码之治”争论的中立描述，而应将其视为该论战中的又一参与者；其说服力恰恰在于，它以何等令人信服的方式要求读者接受一种特定的人机权力秩序，并认为这种秩序是充分的。 第二个见解涉及时间，在某些方面，它比前一个更为根本，因为它表明，区块链最受赞誉的技术成就——即在没有共同时钟、主权者或物理现实的节点之间，生成一系列经共识验证的、线性连续的状态——既不是关于继承本质的超时空发现，也不是一种既应无条件颂扬又应视为幻象而予以驳斥的形而上学成就， 而是一种以能量为代价、需持续重新赢得、且在政治上备受争议的选择，旨在强制推行一种特定且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秩序图景： 一种严格序列化、辩证的、逐区块推进的序列模型，其力量与其局限性密不可分，且已被证明足够坚韧——甚至在经历了最新、最奇特的修订提案（即将真正非经典的量子纠缠表示嫁接到账本上）后，该模型仍看似完好无损地存续下来；尽管进行了如此创新，该账本仍仅允许每个新状态基于其直接前一个状态构建。 换言之，区块链不仅组织交易；它还通过自身的架构，制造出合法性、序列性和历史真实性的条件，随后将其呈现给参与者，使其看起来像是“发现”而非“制造”的；而正是这种用“制造”的秩序悄然取代“发现”的秩序的现象，正是萨赫蛋糕的比喻以及本文的时序分析所试图揭示的。
如果正确理解这些观点，既不应因此而放弃区块链，也不应因此产生那种将该技术视为“必须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或“无需人类进一步关注的解决方案”的监管狂热。 代码能够以任何法律文本都无法企及的逻辑完美性实现自动执法，但从本质上讲，它仍无法捕捉法律所体现的意图、判断力和例外处理能力——尽管法律本身并不完美；反过来说，法律可以在单一制度框架内兼顾价值观、公平性和灵活性，但其运作速度过慢，且过于拘泥于自身，难以治理一个其核心成就恰恰在于自我执行的速度与表面中立性的系统。 区块链尴尬地处于这两种不可通约能力的交汇点上；无论将其视为技术、意识形态，还是如本文所倾向的那样视为符号实践，它都代表着一项持续进行的实验——探索一个社区如何将价值、秩序，乃至时间，投射到本质上是一种无形且完全人为构建的人造物之上； 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所结算的交易，更在于它使问责与集体治理的替代性架构变得可被重新构想——无论结果是好是坏。[footnoteRef:169]  此类自动化、基于账本的序列化系统，得益于代码的多层语言以及其与人类决策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渗透，将长期存在——除非发生本文未预见的灾难。因此，监管任务并非抵制这种持久性，而是要认真对待其价值，同时保持警惕，警惕其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中那种符号学上完整的、因而具有符号学自我正当性逻辑。 [169:  普里马维拉·德·菲利皮、莫舍德·曼南和韦塞尔·雷耶斯，《区块链作为信任机器：信任问题与治理挑战》，《技术与社会》第62卷，第101284页（2020年）；可参见 [https://doi.org/10.1016/j.techsoc.2020.101284]。 然而，信任问题是对监管的普遍性挑战，其中仅有一方面涉及以区块链为代表的自动化数据系统。 参见，例如，西奥·阿劳霍、安娜·布罗西乌斯、安德烈亚斯·戈尔德伯格、朱迪思·穆勒和克拉斯·H·德·弗雷斯，《人类与人工智能：信任、政治态度及个人特征对欧洲各地自动化决策认知的影响》，《国际传播杂志》第17卷，第6222-6249页（2023年）； 雅各布·舍费尔（Jakob Schoeffer）、伊薇特·马霍夫斯基（Yvette Machowski）、尼克拉斯·库尔（Niklas Kuehl），《关于自动化决策中公平性与信任感认知的研究》，arXiv:2103.04757 [cs.AI]（2021年3月8日）； 斯特凡·格里梅利克胡伊森，《解释计算机为何说“不”：算法透明度影响对自动化决策可信度的感知》，《公共行政评论》第83卷第2期，第241-262页（2023年）。] 

这种警惕至关重要，因为区块链带来的风险与其说是源于工具本身，不如说源于一种再人性不过的冲动：先制造出工具，继而赋予其自主行为的主体尊严，最后却将决策的可预见后果归咎于工具——尽管代码介入了多少层，这些决策仍明显是人类所为； 正如谚语所言，拙工怪工具[footnoteRef:170] ，而这一谚语的逻辑即便在工人的工具变得自指、加密保护且全球分布式之后依然成立——这种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内化”与“外化”的符号学机制：人类行为者将自身的能动性投射到所建造的工具之上，随后又对此予以否认。[footnoteRef:171] 这不仅仅是对符号及其象征性表征本质的抽象论断；它更揭示了在本文所考察的特定制度与文化语境中，此类表征如何发挥出真正的“制造神话”的功能，[footnoteRef:172] 将一种偶然形成、通过政治手段确立并持续维系的权威秩序，转化为在参与者眼中显得自然、不可避免、因而超脱于普通政治抗争之上的存在。 至此，我们终于触及了本文从开篇至结尾所追溯的更深层讽刺：无论人类在构建以自身形象为蓝本、旨在呈现其理想化版本的系统时，自认为在其中编码了什么，它终将以某种方式在该系统中嵌入 其自身在实现该理想方面持续失败的无可辩驳的标志，因为人类仍然能够——尽管仅是勉强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无论是通过明确的法律制度，还是通过那些将裁量权和判断力视为无关紧要之事的编码化、自动化系统——而正是因为人类已将这些事务委托给了这些系统。 机器为人类长期以来在集体自治方面的失败提供了一个拙劣的借口；将责任归咎于自身工具的冲动是一种古老的心理套路，[footnoteRef:173] 通常被称为“自利偏见”，[footnoteRef:174] 其依据是这样一种假设：压制或管理工具比 约束其使用者更容易、成本更低，[footnoteRef:175] 即使——正如数字系统日益呈现的那样——人类仍然嵌入在被指责的系统之中。[footnoteRef:176] 然而，这种解释并未完全涵盖区块链的本质，因为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归咎，不如说是信任——以及区块链架构所依据的特定信任前提与实践，其设计旨在建立信任，却无需任何人（包括其设计者本身）为这种信任的建立承担责任。[footnoteRef:177] 因此，监管区块链的危险不在于监管者无法应对这项技术，而在于他们所推崇的监管措施根本无法触及这一核心问题，反而会将责任和能动性转嫁给一种工具——即便该工具看似最具自主性且具有自我指涉性，它终究只是在执行人类在“萨赫蛋糕”每一层所做出的选择所持续设定的条款。 [170:  《剑桥词典》，短语；可访问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us/dictionary/english/bad-workman-blames-his-tools]]  [171:  珍妮特·A·劳伦斯和雅安·瓦尔西纳，《构建个人意义：关于基本内化与外化过程的阐述》，《理论与心理学》第13卷第6期，第723-752页（2003年）。]  [172:  吉尔伯特·麦金尼斯，《机器语言与代码的神话性质》，《人文与社会科学评论》第9卷第1期，第467-478页，第471页（2019年）。]  [173:  参见，例如，康斯坦丁·塞迪基德斯和W·基思·坎贝尔，《关系情境中的自利偏见》，《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4卷第2期，第378-386页。 ]  [174:  Youngme Moon，《别怪电脑：当自我披露缓和自利偏见时》，《消费者心理学杂志》第13卷第1期，第125-137页（2003年）。 但参见理查德·J·霍尔登（Richard J. Holden）的《是人还是系统？归咎于人是人之常情，解决之道在于工程设计》，载于《职业安全》第54卷第12期，第34-41页（2009年）。]  [175:  例如，这就是在枪支管制背景下提出的论点。 参见，例如，希思·J·霍奇斯和马里奥·斯卡洛拉，《挑战“枪支不会杀人，是疯子杀人！”这一政治假设》，内布拉斯加大学心理学系教师论文集，第817页（2015年）；可访问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psychfacpub/817]。 ]  [176:  参见，例如，格列布·夫佐林（Gleb Vzorin），《整合思维与机器：数字外化在认知架构演进中的作用》，载于《HHAI 2024：致力于社会公益的混合人机智能系统》： 第三届人机混合人工智能国际会议论文集 434-440（法比安·洛里格、杰森·塔克、亚当·达尔格伦·林斯特罗姆、弗兰克·迪格努姆、普拉迪普·穆鲁卡纳亚、安德烈亚斯·西奥多鲁和皮纳尔·约卢姆（编），IOS出版社，2024年）；可访问 DOI:10.3233/FAIA240218； 乔瓦尼·迪亚兹·阿尔法罗、斯蒂芬·M·菲奥雷和凯文·奥登，《外部化与扩展认知：人机协作中的认知卸载》，第68卷第1期《人类因素与人体工程学学会年会论文集》第290-293页；可访问 https://doi.org/10.1177/1071181324127556]  [177:  参见，例如，申东熙和威廉·T·比安科，《我们信任区块链：区块链本身能否产生信任？》，《社会科学季刊》第101卷第7期，第2522-2538页（2020年）；弗洛里安·霍利切克、贝内迪克特·诺泰森和蒂姆·托布纳，《无信任系统的局限性： 关于区块链技术与共享经济中信任的文献综述》，《电子商务研究与应用》第29卷，第50-63页（2018年）（“区块链技术不太可能消除共享经济中交易伙伴之间对信任的需求。然而，描述并评估其挑战当今信任构建方式的潜力仍具有重要意义。”）；巴克尔，《信任平台》，同上。] 

从这一角度理解，区块链与其说是某个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是人类在治理、理性化并为其集体生活赋予连贯意义这一漫长而未竟的努力中开启的新篇章——这一篇章将如同前文所述，由各怀私心的叙述者共同书写，他们各自对成功治理该技术所赋予的权威提出相互竞争的主张。 因此，对任何关于区块链监管意义的论述——包括本文所提出的观点——的检验标准，并非在于它能否赢得其所构建的论战，而在于它更严谨地要求读者默默接受何种人类与机器权威的秩序作为充分条件；如果本文在某方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让这个问题——而非对其任何为时过早的答案——成为后续探讨的恰当起点。


